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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营养化的后效应

瑞士湖泊的恢复是一个成功的经历。截止1975年左

右，多数湖泊中的磷浓度已大大增加。全国各地都有关于

湖面藻丛、深水中氧耗竭和鱼类死亡的报道。接着，推出

了一系列协同补救措施：扩建废水处理厂；建造环行污水

系统以防止污水直接排入湖泊；洗衣店洗涤剂中禁用磷酸

盐；以及努力改善农业中的营养物平衡。这些措施很快证

明是有效的；从1985年左右开始，磷浓度再次大大下降，

在多数湖泊中，现有的磷浓度已达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

没有检测到过的水平。欧洲其他很多地方的类似恢复努

力也已取得成功。

这一实例是鼓舞人心的：如果在数十年中采取补救

措施，那么诸如富营养化这样一种成问题的环境状况看

来是可以逆转的。然而，决不是说营养物过度富集的后效

应都已被消除。如同一位断腿的患者在痊愈之后继续长

期跛行一样，富营养化的后效应在一些地表水中仍然很

明显：

►在一些永久分层的深水体如楚格湖和卢加诺湖，

磷含量只是很缓慢地下降。不过，卢加诺湖现正在经历大

约40年中的首次彻底混合，这将会进一步加速其恢复。

►大量使用化肥的后果在湿地和河口处特别明显。

例如，因为大量磷继续从多瑙河流域的农业区排出，所以

多瑙河三角洲众多小湖依然高度富营养。这已引起了温室

气体（特别是甲烷）的大量排放。未来，农业措施将需要

保持优先考虑地位。

►富营养湖与贫营养湖的比较 显示：生物量生产

和浮游植物与浮游动物的组成方面一直存在着长期的

变化。

►由湖泊沉积物恢复的休眠期可用来追踪营养物浓

度增加对水蚤所产生的遗传影响。例如，在康斯坦茨湖和

格赖芬西湖，尽管湖泊状况已有明显改善，但由于富营养

化而消失的一种水蚤尚待恢复。

除了聚焦文章之外，本期《Eawag新闻》包括关于其

他不同研究项目的报告：

►关于废水处理的综述文章考虑了何时采用分散化

系统为宜的问题，代表了研究人员和其他水专业人员的

观点。

►Eawag进行的实验证明，高铁酸盐可用来去除处理

过的废水中的微污染物。它提供了同时沉淀磷酸盐的额

外好处。

►鱼是优先选用的生态毒理学实验生物。为了未来

这些动物实验，Eawag正在研发一种涉及鱼细胞系的新的

试验系统。

►借助于物质流分析，可以追踪阻燃剂整个生命周

期中的轨迹。这些持久性的、内分泌干扰物被用于如塑料

壳体和纺织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它们无处不在，它们也

会在使用和处置过程中进入地表水。

环境研究产生能帮助预防或减轻营养物和其他水污

染物所致的环境问题的知识和技术。不过，它还发挥另一

种功能，正如本期许多实例所示的那样：Eawag的研究人

员调研水生系统会对补救措施作出何种反应，从而帮助

我们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环境问题。

Bernhard Wehrli,  Eawag 

理事会成员，苏黎世理工水

化学教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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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化的废水处理系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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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燃剂可降低很多消费品如计算机、小汽车和
织物的可燃性，但它们也会产生一些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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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

其  他

31   出版物

34   论坛：湖床的秘密

依靠一种复杂的声纳系统，现在能通过扫描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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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富营养化的湖泊

4    多瑙河三角洲：温室气体的一个主要来源�

大量营养物被多瑙河迁移
入众多湖泊和该河三角洲。这
导致了高浓度的生物量的产生
以及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

8    受富营养化影响的水蚤种群

正如一项关于水蚤（Daphnia spp）种群的研究
已证明的那样，营养物的过度输入，会改变湖泊中物
种的组成。

11    布里恩茨湖和卢加诺湖中的CO2固定

二氧化碳以有机碳的形式被隔绝在湖泊沉积物
中。营养物浓度和氧可得性会对这一过程产生什么
样的影响呢？

14  为什么卢加诺湖水保持非混合状态

在一次 采访中，水资源与
饮用水室的负责人Rolf Kipfer解
释了富营养化防止卢加诺湖彻
底混合达40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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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富营养化的湖泊

Edith Durisch-Kaiser, 生

态学家，地表水室研究员

联合作者：Alina Pavel

多瑙河三角洲不同类型的湖泊

多瑙河三角洲包括3个主要港湾

以及不计其数的侧支流或老支流、人

造渠道、岛屿和湖泊。这些湖泊是浅水

湖（最大深度为6 m），它们在生产力、

植被和水文学方面差异很大。位于较

为靠近主要港湾的湖泊受到多瑙河流

量的严重影响。其他湖泊则受到多瑙

河和黑海的影响。尤其是在冬季月份，

东风可能会将半咸水推入这些湖泊，

这一季节，那里的水位往往是低的。为

了研究，我们选择了拥有总共7个通流

湖泊的多瑙河三角洲的3个地区：

►Uzlina湖和Isac湖（都靠近多瑙河）主要靠来自Sfantu Gheorghe湾的水供应，那里的水只需0.2天就能到达Uzli-

na湖。因此，它们代表营养物输入极高的系统。根据其植被（丰富的水生大型植物和丝状藻）和高密度的悬浮物质，

Uzlina被划分为混浊湖。相比之下，Isac湖是一个半混浊湖，主要以微型自由漂浮藻和混浊物为特征。

►Matita湖和Merhei湖代表拥有清洁水、广阔的芦苇带和极为丰富的水生植被的典型的湿地。它们通过弯曲的

Lopatna水道获取河水。这一水道生长着稠密的植被，并且将大量有机物输入Matita湖。

►更为孤立的Puiu湖、Rosu湖和Rosulet湖不仅从一条水道接受营养物输入，而且还从周围的芦苇带接受较多的

有机物和再生营养物[2]。Puiu湖和Rosulet湖是混浊湖，大型水生植物和丝状藻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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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三角洲：温室气体的
一个主要来源

湿地如多瑙河三角洲充当巨大的天然水体净化系统：从水柱中去除人为
营养物，并将其输入生物质。多瑙河三角洲中生物质的分解产生数量特别大
的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后者被释放入大气。

湿地和湖泊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例如，据知，全

世界所有湖泊中大约87%将二氧化碳释放入大气。不过，

它们作为甲烷（CH4）—— 一种温室气体，其力度是二氧

化碳的大约20倍——的重要性被长期低估[1]。部分是由

于这一现实所致，即来自湿地的甲烷排放的准确的量化被

它们高度空间和时间可变性复杂化了，虽然二氧化碳是通

过有机物的需氧降解产生的，但甲烷则是厌氧降解产物。

另外，甲烷可能由植物产生，并释放入大气，虽然这一过

程是科学家中间引发相当争议的一个问题。

湿地常常是高生产力生态系统。位于黑海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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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的多瑙河三角洲也是这种情况；这特别是由于多瑙

河水中高含量营养物所致。由于多瑙河流经10个欧洲国家

（其中很多缺乏废水处理设施），所以河水中营养物变得

越来越丰富。我们想研究高营养物浓度、生物产量和降解

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想估计来自多瑙河

三角洲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来自其他湿地的温室气体排放

的比较。与罗马尼亚国家海洋地质与地质生态学研究所

（GeoEcoMar）的研究人员合作，我们对多瑙河三角洲的

各种湖泊进行了详细的研究[3~5]。这涉及到沉积物样品和

水样的采集。

高度富营养的三角洲  占地面积为5800 km2的多瑙河

三角洲是欧洲最大（仅次于伏尔加河三角洲）和最为天然

的湿地复合体。其生物多样性可与亚马逊河三角洲或尼罗

河三角洲的生物多样性相媲美。自1991年以来，多瑙河三

角洲一直被纳入“拉姆萨尔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和“世界

自然遗产名录”。1992年，它还被国际认定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

尽管有这些保护努力，但多瑙河继续将大量营养物

（氮和磷）和生物质输入三角洲湖泊和黑海的沿海水域。

虽然由于过去20年东欧经济下降趋势导致营养物负荷下

降，但来自汇水区对多瑙河的输入依然达到每年75~105

万t氮和9~13万t磷[6]。由此而产生的富营养化已大大增加

了整个湿地复合体的生产力，那里产生大量生物质（芦

苇、大型水生植物和藻类）。

多瑙河三角洲：营养物汇点  当生物质生成时，营养

物被纳入有机物，因此从水柱中被去除。这意味着多瑙河

三角洲充当了输往黑海的营养物的一个主要汇点。位于

靠近多瑙河主要支流的湖泊中的营养物转化最为有效。

当春季水位一般较高时，高达77%的溶解营养物被从水柱

中去除，当水位往往较低的夏季时，高达97%的溶解营养

物被去除（图1A示出5月和9月在Uzlina湖入口和Isac湖出

口处测得的溶解无机氮浓度的比较，图1B显示了可溶的活

性磷的浓度）。结果，秋季的生产力最高。在所产生的有

机物相继死去之后，它们要么慢慢沉入湖底，要么（尤其

是在4~6月间水位高时）被带至黑海[3]。湖泊离多瑙河主支

流越远，在那里所观察到的溶解营养物就越少（图1A和

B），束缚在生物质中的营养物就越多，它们也来自大范围

的大型水生植物和芦苇茎干（图1C）。

营养物的运用  当生物质分解（或在水柱中或在沉积

物中），束缚营养物被释放出来，变得再次可为生态系统

所用。营养物库的这种额外的内部补充增加了富营养化，

因而也增加了生物质产量（一种可能会持 续数年的影

响），尽管来自多瑙河的营养物输入减少，因此延缓了多

图1    6个不同采样点各种营养物的浓度（见第4页专栏中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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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学位证书的学生Anna Doberer 和Judith Reutimann为营养物检测准备水样

瑙河三角洲恢复到它曾经的较为贫营养的原始状态不仅

取决于输入量（本案例中指营养物），而且还取决于过去

输入变化史。

当远离多瑙河的湖泊中的氮变得稀少时，夏季月份

仍然看到蓝细菌生长的增加。这些生物能固定大气中的

氮，因此，以铵的形式给该系统提供这种营养物。

高度可变的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  除了营养物分析之

外，还在春、夏、秋季若干考察过程中以高空间分辨率对

不同湖泊表水中的气体浓度进行测量。当船缓慢驶过湖

泊时，按照网格方式连续不断地采集水样以及测量溶解

甲烷和二氧化碳的浓度。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分析这些湖

泊中的气体分布形式（图2）：例如，我们常常在春季靠近

湖泊入口（例如在Matita湖，它通过一条植被丰富的水道

接受大量溶解气体）发现高浓度的温室气体。相比之下。

在夏季，最高的甲烷浓度是在湖边芦苇带地区测得的，因

为沉积在那里沉积物中的物质易被产甲烷菌降解。不过，

我们有趣地注意到，溶解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的

季节性分布形式，与总氮和总磷的分布形式并不吻合。

来自多瑙河三角洲的较高的排放量  气体测量结果

也被外推，以便计算多瑙河三角洲湖泊总面积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我们估计湖泊表面将3 200 t甲烷和281600 t二

氧化碳排入大气。这使得多瑙河三角洲与其他湿地和湖

泊相比是一个主要排放源，即便我们对甲烷的估算不包

括来自植物或通过起泡所产生的排放（这类排放可能占

总排放量的96%之多）。与我们保守的数字相比，多瑙河

的黑海河口（半咸水区）释放的甲烷比该三角洲少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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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来自所研究的多瑙河三角洲3个湖泊的温室气体排放在春、
夏、秋季的分布情况

即便巴西的Pantanal地区（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湿地）排放

的甲烷也少得多。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较高的少数湿

地之一是亚马逊地区。

导致因素   多种因素导致了多瑙河三角洲高水平的

温室气体排放，其中最主要的是大量营养物的输入以及

与之相关的累积的生物质高度的内部分解[8]。其他因素包

括：

►该三角洲特殊的水文条件；

►与芦苇带滞水的有效的交换；

►湖泊水浅，这缩短了将溶解气体输至湖面所需的

时间，尤其是在湖滨附近；

►高的风速（由于平坦的地形以及紧靠海），这促使

水柱的彻底混合，并加速了气体的垂直输送。

虽然目前营养物输入较少已有一段时间了，但预计未

来很多年内该三角洲依然会是温室气体的一个主要来

源。再有，若干多瑙河沿岸国家加入欧盟以及相关的经济

复苏，未来甚至可能会导致营养物输入的增加，最终也会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                                 ○○○

我们要感谢本项目中的每一位合作者：Sorin Balan, Christian 

Dinkel, Anna Doberer, Silviu Radan, Judith Reutimann, Sebastian 

Sobek和Bernhard Weh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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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Climate Change 2007: 4th Assessment Report. Inter-
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Oosterberg W., Buijse A.D., Coops H., Ibelings B.W., 
Menting G.A.M., Staras M., Bogdan L., Constantinescu 
A., Hanganu J., Navodaru I., Török L. (2000): Ecological 
gradients in the Danube Delta; present state and man-
induced changes. RIZA the Netherlands, Danube Delta 
National Institute Romania and Danube Delta Biosphere 
Reserve Authority Romania. RIZA rapport No. 2000.015.

[3] Durisch-Kaiser E., Pavel A., Doberer A., Reutimann J., 
Balan S., Sobek S., Radan S., Wehrli B. (2008): Nutrient 
retention, total N and P export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from the Danube Delta lakes. Geo-Eco-Marina 
14, 81–90.

[4] Pavel A., Durisch-Kaiser E., Sobek S., Balan S., Radan S., 
Wehrli B. (submitted): High spatial and seasonal variabil-
ity of methane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from wetland 
lakes in the Danube Delta. 

[5] Durisch-Kaiser E., Doberer A., Reutimann J., Pavel A., 
Balan S., Radan S., Wehrli B. (submitted): Organic  matter 
governs N and P balance in Danube Delta lakes. 

[6] Zessner M., van Gils J. (2002): Nutrient fluxes from the 
Danube Basin to the Black Sea. Water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46, 9–17.

[7] Teodoru C., Wehrli B. (2005): Retention of sediments and 
nutrients in the Iron Gate I reservoir on the Danube River. 
Biogeochemistry 76, 539–565.

[8] Friedrich J., Dinkel C., Grieder E., Radan S., Secrieru D., 
Steingruber S., Wehrli B. (2003): Nutrient uptake and 
benthic regeneration in Danube Delta lakes. Biogeo-
chemistry 64, 373–398.

Fig. 2: Distribu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three of the Danube 
Delta lakes studied in the spring, summer and autumn.

water zone) releases 75 % less methane than the Delta, and even 
the Pantanal region of Brazil – the world’s largest inland wetland 
– emits much less methane. One of the few wetlands where 
methane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re higher is the Amazon 
region.

Causal factors. A variety of fac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high 
level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the Danube Delta – above 
all, the substantial nutrient inputs and, associated with thi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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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e internal decomposition of accumulated biomass [8]. Other 
factors include:
E the specific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in the Delta,
E significant exchanges with standing water in reed belts,
E the shallowness of the lakes, which shortens the time required 
for transport of dissolved gases to the lake surface, especially 
near the shore,
E high wind speeds (due to the flat topography and proximity 
to the sea), which promote complete mixing of the water column 
and facilitate vertical gas transport.

Although nutrient inputs have been lower for some time now, 
the Delta must be expected to remain a major source of green-
house gases for many years to come. Moreover, the accession 
of a number of Danube riparian states t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associated economic upturn might even lead in the future to 
an increase in nutrient inputs and ultimately also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 i i

We are grateful to everyone who collaborated on this project: Sorin Balan, 
Christian Dinkel, Anna Doberer, Silviu Radan, Judith Reutimann, Sebastian 
 Sobek and Bernhard Wehrli.

In focus: Eutrophicated l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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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种

当两个物种间杂交时，其后代被称之为

杂种。为了把这一概念与分子生物学杂交和

动物或植物繁殖杂交区别开，进化生物学中

常常使用“物种间杂交”这一词。

很多物种偶尔杂交，但当机理限制基因

流动时，它们保持着差异。一些所产生的杂种

是不育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构成新基因型

和物种发育的基础。但当能生育的杂种再与

原始物种配对（回交）时，它们常常会再一次

逐渐消失。通过这一途径，基因从一种物种

转移到另一种物种。康斯坦茨湖和格赖芬西

湖的Daphnia 已证明这种基因流动（渐渗现

象）[2]。

Nora Brede,生物学家，水

生生态学室博士后 

联合作者：Piet  Spaak
受到富营养化影响的
水蚤种群

从1950年起，过度的营养物输入已改变了欧洲湖泊的生境和物种组成。
新的环境条件有利于一种特定的水蚤物种，基因通过杂交在物种间转移。虽
然现已成功地控制富营养化，但还未重建原始种群。

尽管康斯坦茨湖和格赖芬西湖地理接近，但它们作

为水体可能极为不同。康斯坦茨湖属于3个交界国家（德

国、奥地利和瑞士）最大的湖泊之列；靠近苏黎世的格赖

芬西湖可能被划为小浅湖。然而，大约在与此同时，这两

个湖受到可比的营养物富集的影响（富营养化）。的确，

格赖芬西湖甚至曾被描述为超富营养化：1971年检测到

的总磷浓度为525µg/L，这导致大量鱼类死亡。虽然康斯

坦茨湖检测到的最大磷浓度仅为87μg/L（1971年），但就

生产力而言它从一个贫营养湖变为一个富营养湖。

深入研究的水蚤  以水蚤为例，我们旨在再现较长时

期内已发生的物种组成和种群方面的变化。我们主要感

兴趣的是，确定富营养化所导致的水蚤（Daphnia galeata）

（图1）的侵袭程度以及随后与现有Daphnia longispina（先

前的Daphnia hgalina [1]）的物种间杂交程度；这些过程对

水蚤种群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2]？

Daphnia 是最重要因而是得到充分研究的浮游动物

之一。所以，人们长期以来已知，在20世纪50年代，这两个

湖中的Daphnia galeata与土著种D.longispina一起建立。

D.galeata一般与D.longispina所属Hyalodaphnia的其他物种

杂交，在富营养化程度最高的时期，这两个被研究的湖泊

中的D.galeata比D.longispina要多得多[3]。

图1  存在于很多富营养水体（
不仅在欧洲而且也在亚洲和北
美洲）中的Daphnia gale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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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态学室负责人Piet Spaak 在格赖芬西湖采集沉积物芯

图2  康斯坦茨湖（A）和格赖芬西湖（B）各种物种（D.longispina,D.galeata和D.galeata longispina）长期的相对频率变化，黄色阴影：平
均磷浓度

富营养化改变的物种组成  从富营养化开始，这两个

湖泊中的Daphnia物种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图2）。在

康斯坦茨湖，D.cucullata主要出现在富养化最严重时期。

虽然它随后很快消失了，但来自该物种的基因通过杂交被

引入现有的D.galeata 种群（见专栏“杂交”）。

自本世纪初以来，由于控制水污染的重大努力，这两

个湖已恢复了最初的营养状态。但水蚤种群已被无法挽

回地改变了，目前主要包括D.galeatal物种和众多杂种。

休眠期：一种生物档案  作为2003～2008年所进行的

这项研究的一部分，从这两个湖采集了沉积物芯。清晰可

见的浅色层和深色层使得能够确定这些沉积物的年龄。

借助于放射测定年代的参考芯，可以更为准确地测定样品

的年代。埋藏在这种沉积物中的是卵鞍（水蚤的休眠

期）。这些长度仅约为0.5 mm的马鞍形结构通常会有2个

卵。这些卵鞍是在一个季节中产生的，它们逐渐沉到湖

底，在那里被新沉降的沉积物所覆盖。

多数Daphnia物种是通过周期性单性生殖繁殖的。这

意味着它们是在春季和夏季无性（单性）繁殖的，然后开

始在秋季产生有性的雌性和雄性。只通过性繁殖产生的

Ephippia一般在春季开始发育。因此，当食物来源缺乏和

温度太低时，这些“冬卵”能生存数月。水蚤的休眠期是

极为壮实的，据知，它们能经受住穿越水鸟和鱼类肠子以

及干旱或冰冻。我们甚至可以通过休眠达到45年的卵孵

化出Daphnia。较老的卵失去了发育能力，但即便100年后，

它们所含的DNA仍能被用于分子遗传分析[4]。因此，休眠

期代表我们在几十年前湖泊中发现的种群档案，它们可以

让科学家重现历史过程（参见专栏“更苏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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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苏生态学

通过已休眠几十年的卵孵化活的水蚤的

想法幻想“侏罗纪公园”景象。在科学研究

中，这种被称之为“更苏生态学”的方法也已

被用来将新生命注入其他浮游动物的休眠

期。就桡足动物（水生甲壳类动物）来说，已

通过300多岁的卵孵化出活的生物。追溯到更

早时期的生物尚未被复生。不过，与古生物学

比较起来，这一技术不仅可以用来分析一种

生物的DNA，而且还能与活生物的特性直接

比较遗传信息尤其是其对早先生境环境条件

的适应性。

由于杂交而迅速适应  人们长期认为，遗传变化以及

整个演化是基于突变的。然而，突变较少发生，在多数情

况下，它们对选择的影响要么是中性的要么是负面的。相

比之下，因杂交而重组的功能基因序列已证明在自然界是

成功的[5]。因此，一种物种可以从另一物种“获得”特别的

好处——动植物繁殖方面长期开发的一种方法。

过去更大的耐铅性  在稳定的条件下，D.galeata和

D.longispina占据不同的生境，并且相应适应它们各自的小

生境：D.longispina定居于大型贫营养湖，而D.galeata则定

居于较小的富营养水体，这解释了为什么后一种物种更耐

热。由早些年休眠卵孵化出的水蚤显示出富营养化时期

可利用的不同的食物数量和质量：其父母生活在富营养

化程度最高时的湖泊中的生物，在实验室中当它们接受带

有高浓度磷的丰富绿藻供应时，会比其他生物更加兴旺。

从格赖芬西湖较老的沉积层孵化出的Daphnia，在高的铅

浓度情况下，比那些来自更近沉积物的Daphnia生存得更

长久。显然，它们更好地适应那一时期的条件，由于含铅

汽油的使用最初减少和最终禁止（2000年），所以铅浓度

大大下降。

我们的研究所证明的微进化过程反映了人为生境改

变对水蚤种群所产生的强大的选择压力[6]。不过，我们的

研究发现也突显了浮游动物Daphnia的活性，这是由于其

作为休眠卵在不利时期的生存能力以及通过杂交获取其

他物种特性的能力所致。因此，水蚤甚至能适应其生境的

极度变化。为此，它将继续作为生态科学和进化科学的一

种重要的模型生物。

预防比恢复更为重要  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于实际保

护具有明显的意义：例如，从种群遗传学角度看，某一生

境早先生态条件的恢复的价值有限。很显然，物种侵袭、

物种间杂交和选择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应优先保

护未扰动的或接近天然的生境。与此同时，什么仍被认为

原始状态（鉴于人类所引起的广泛的环境变化）的问题迄

今很少被研究。这使得对于研究人员来说最为重要的是

要确定何种生境保护能保证长期的最大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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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adaptation due to hybridization. For a long time, it was 
believed that genetic variation – and therefore evolution as a 
whole – was based on mutations. However, mutations occur rela-
tively rarely and in most cases their influence on selection is either 
neutral or even negative. In contrast, functional gene sequences 
which are recombined as a result of hybridization have already 
proved successful in nature [5]. One species can thus “acquire” 
particular advantages from another – a process which has long 
been exploited in animal and plant breeding.

Greater lead tolerance in the past. Under stable conditions, 
D. galeata and D. longispina occupy different habitats and are 
accordingly adapted to their respective niches: D. longispina colo-
nizes large, oligotrophic lakes, and D. galeata smaller, eutrophic 
waters, which explains why the latter species is also more 
heat-tolerant. Water fleas hatched from the resting eggs of earlier 
years show adaptation to the conditions which originally prevailed. 
In Lake Constance, they indicate the different food quantities and 
qualities available during the eutrophication period: organisms 
whose parents lived in the lake at the time of maximum eutrophi-
cation thrived in the laboratory better than others when they 
received generous supplies of green algae with high phosphorus 
concentrations. Daphnia hatched from older sediment layers 
of Greifensee survived longer in high lead concentrations than 
those from more recent sediments. Evidently, they were better 
adapted to the conditions of that period, since lead concentrations 
declined sharply as the use of leaded petrol first decreased and 
was ultimately prohibited (in 2000).

The microevolutionary processes demonstrated by our re-
search reflect the strong selection pressure exerted on the 
water flea populations by anthropogenic habitat changes [6]. 
However, our findings also underline the flexibility of the zoo-
planktonic organism Daphnia, which is a result of its capacity to 
survive unfavourable periods as a resting egg and also to acquire 

characteristics from other species via hybridization. The water 
flea can thus adapt even to profound changes in its habitat. For 
this reason, it will remain an important model organism for the 
ec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sciences.

Preservation more important than restoration. Our results 
have clear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al conservation and species 
protection: for exampl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opulation ge-
netics, the restoration of earlier ecological conditions in a habitat 
is of limited value.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spe-
cies invasions, interspecific hybridization and selection cannot 
be reversed. Priority should therefore be given to the protection 
of intact or near-natural habitats. At the same time, the question 
of what still counts as pristine – in view of the extensive environ-
mental changes caused by humans –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ed 
to date. This makes it all the more important for researchers to 
establish what type of habitat protection promises the greatest 
long-term success. i i i

[1] Petrusek A., Hobaek A., Nilssen J.P., Skage M., Cerny 
M., Brede N., Schwenk K. (2009): A taxonomic reap-
praisal of the European Daphnia longispina complex 
(Crustacea, Cladocera, Anomopoda). Zoologica Scripta 
37, 507–519.

[2] Keller B., Wolinska J., Manca M., Spaak P. (2008): 
 Spatial, environmental and anthropogenic effects on the 
taxon composition of hybridizing Daphnia.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3 (1505), 2943–2952.

[3] Brede N., Sandrock C., Straile D., Spaak P., Jankowski 
T., Streit B., Schwenk K. (2009): The impact of human-
made ecological changes on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Daphnia speci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6, 4758–4763.

[4] Brendonck L., de Meester L. (2003): Egg banks in fresh-
water zooplankton: Evolutionary and ecological archives 
in the sediment. Hydrobiologia 491, 65–84.

[5] Schwenk K., Brede N., Streit B. (2008): Introduction. Ex-
tent, processes and evolutionary impact of interspecific 
hybridization in animal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63, 2805–2811.

[6] Hairston N.G.Jr., Lampert W., Cáceres C.E., Holtmeier 
C.L., Weider L.J., Gaedke M.U., Fischer J., Fox A., Post 
D.M. (1999): Rapid evolution revealed by dormant eggs. 
Nature 401, 446.

Resurrection ecology

The idea of hatching viable water fleas from resting 
eggs which have lain dormant for decades conjures 
up visions of “Jurassic Park”.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his method – known as “resurrection ecology” – 
has also been used to breathe new life into the 
resting stages of other zooplankton. In the case of 
copepods (aquatic crustaceans), living creatures 
have been hatched from eggs more than 300 years 
old. Creatures dating from even earlier periods 
have not yet been restored to life. However, in con-
trast to palaeoecology, this technique can be used 
not only to analyse a creature’s DNA but also to 
compare genetic information directly with charac-
teristics of the living organism – in particular, its 
 adaptat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its 
former 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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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m Bechtel,矿物学家，

作为博士后工作于地表水室

一个欧盟研究会  

联合作者：Carsten Schu-

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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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恩茨湖和卢加诺湖中的
CO2固定

二氧化碳（CO2）被从地球自然循环中去除，并以有机碳的形式被隔绝
在湖泊沉积物中。但湖水中的营养物浓度和氧可得性会如何影响CO2固定
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Eawag探测两个湖的深度，进行了分子水平的分析。

湖泊一般充当碳汇：由于植物生物质累积，CO2被从

大气中去除。生物质或由湖泊本身产生（例如浮游植物、

藻类和芦苇）或从周围地区进入地表水体。所产生的有

机物质为湖泊食物网提供了基础。与累积过程相反的是

降解过程，在降解过程中，当生物质穿过水柱时，微生物

使部分生物质转换回CO2。但未降解的这部分生物质可能

会被永久性地隔绝在沉积物中。 

通过这种方式固定CO2，湖泊可减少温室效应[1~3]。

因此，湖泊作为碳汇的效率的评价是模拟未来气候变化

影响的重要输入。所以我们希望弄清什么内部参数会影

响湖泊中的CO2固定过程。特别是，我们对湖水中的营养

物浓度、相关的初级生产力（所产生的生物质的量）以及

氧可得性感兴趣。在我们的研究项目中，我们对两个营养

程度不同的湖泊进行了比较。

快速生物标志所显示的有机物生产与降解   湖泊中

可利用的有机碳与实际隔绝在沉积物中的碳之比，描述了

沉积物中有机物质的隔绝效率。因此，它部分受到现存生

物质量的影响：营养物（尤其是磷酸盐和硝酸盐）含量越

高[4]，湖泊生物质产量就越大。不过，隔绝效率也取决于

水柱中微生物降解过程的强度：如果较深层中有足够的

氧，那么有机物质就几乎会被完全矿化成水柱中的CO2，

只有少量进入沉积物。所以我们的研究选择了两个相当

不同的湖泊：位于Bernese Oberland 的贫营养的布里恩茨

湖——以营养物浓度（磷酸盐<５µg/L）和生物质水平较

低以及氧含量高为特征，以及位于提契诺州的富营养的卢

加诺湖，那里的营养物（磷酸盐50~60µg/L）和生物质浓

度高得多，而且深水为缺氧状态（图1A）。

目的是分析从不同水深度（10、40、70、100、150和

200或250 m）采集的颗粒有机物质的脂质组成。脂质生物

标志物提供了有机物质来源以及不同生物对生物量贡献

方面的信息[5~7]。但对于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

以用生物标志物来追踪水柱中的降解过程。所以我们将

2007年春季（6月份）和秋季（10月份/11月份）采集的悬浮

Eawag研究员Carsten Schubert 准备用于样品检测的质谱仪，正
在添加液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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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样品分成脂肪酸和中性脂质部分，然后分析分子

组成。

脂肪酸的详细分析  作为第一步，我们详细分析了这

两个湖的脂肪酸组成和浓度。从我们的数据中可以得出

下列结论：

►这两个湖都呈现出大致可比的脂肪酸浓度，假如

这些浓度被归一化成总有机碳（TOC；参照图1B）。但卢

加诺湖中按mg/L过滤水计算的绝对脂肪酸浓度大约高4

倍。这清楚地反映了这两个湖不同营养物浓度所致的初

级生产力方面的差异。

►在较深的水层中，脂肪酸浓度下降（图1B中的曲

线）。与此同时，与饱和脂肪酸相对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比

例增加（图1B的色带）。因此，该湖中可利用的生物质随水

深度的增加而减少。不过，卢加诺湖深水中的脂肪酸浓度

趋于再次增加——这里的降解看来进行得更慢。

图1   在布里恩茨湖和卢加诺湖不同深度所研究的参数（春季和秋季采样活动）
A)生物生产力（表示为总有机碳浓度，TOC）和氧含量
B)总脂肪酸浓度（曲线）和脂肪酸组的相对丰度（色带）
C)总中性脂质浓度（曲线）和中性脂质组的相对丰度（色带），虚线表示卢加诺湖水柱中有氧-缺氧界面

►在这两个湖泊中，脂肪酸部分主要由短链、饱和物

质和单不饱和物质组成，这表明浮游植物对生物量的主

要贡献。例如，带有16个碳原子的单不饱和脂肪酸是硅藻

的标志。我们春季和秋季在布里恩茨湖富营养区检测到

较高丰度的这些化合物。富营养区是光照好的上层水，那

里可能出现光合作用。只有少部分有机物质归咎于陆地植

物——通过蜡组分的长链脂肪酸可以辨别（图1B中的色

带）。

►支链脂肪酸是源于细菌的生物质的生物标志。在

卢加诺湖大约70 m深的有氧和缺氧界面（春季）和深水层

（秋季）发现了丰度较高的这些脂肪酸。卢加诺湖缺氧深

水中丰度较高的支链脂肪酸表明了在缺氧情况下活跃的

细菌的存在。

►多不饱和脂肪酸表明蓝细菌（即蓝绿藻=能光合作

用的细菌）和硅藻的出现。特别是带有18个碳原子的多不

饱和脂肪酸是起源于蓝细菌的。例如，春季在卢加诺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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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营养区发现了这些多不饱和脂肪酸。相比之下，布里恩

茨湖和卢加诺湖富营养区秋季出现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则

主要来源于硅藻。

►这两个湖中高含量的带有18个碳原子的短链饱和

脂肪酸表明，在秋季采样时期。浮游动物对水柱较深处生

物量的贡献增加（图1B中的色带）。

中性脂质提供的宝贵信息  从中性脂质部分还获取

了其他一些见识，中性脂质包括醇类、烷烃类和烯烃类。

我们的研究发现如下：

►如同脂肪酸一样，中性脂质浓度随水深度增加而

下降（图1C中的曲线），这反映了水柱中生物质的降解。

►短链n-烷烃类超越长链n-烷烃类（带有一个或更

多个羟基的饱和碳氢化合物）证实了这一发现（已通过参

考脂肪酸来获得）：该湖泊中存在的生物质主要源自浮游

植物，只有小部分来自陆地植物（图1C色带）。

►我们还在所有样品中检测到微生物起源的烷醇

（带有15个或17个碳原子的支链n-烷醇）。

►叶绿醇（叶绿素的一种组分）充当光合活性生物的

标志。所以它主要出现在这两个湖的上层水中这一点并不

令人吃惊。

►固醇是植物细胞膜的组成部分，个别固醇归咎于

特定组生物。因此，谷固醇被认为是陆地植物的标志，而

一种带有28个碳原子的特殊固醇则是代表硅藻的。春季

从布里恩茨湖和卢加诺湖中采集的样品中都有检测出了

这两种固醇。相比之下，夏季样品含有的植物固醇浓度则

要低得多。这里占优势的固醇是胆固醇，这表明浮游动物

对生物量的相对贡献增加，尤其是在水柱的较深部分。

►在较深水层中，stanols/固醇之比增加，这可以被认

为是水柱中有机物质降解的证据。

►还值得注意的是高支异戎二烯烃（来自硅藻输入

的另一个特征标志）的丰度较高。

有机质动力学和CO2固定   总之，我们的研究发现

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正如期望的那样，贫营养的布里恩茨

湖中产生的有机质比富营养的卢加诺湖产生的要少。与此

同时，布里恩茨湖中的有机质降解得比卢加诺湖更为有

效，所以更多的总有机碳被隔绝在卢加诺湖的沉积物中。

但另一方面，这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一个生态

系统的卢加诺湖更发生了重大变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

末，由于人类影响，营养物水平一直在不断增加。自那时

以来，虽然增加的环境保护努力已取得某种初步成功，但

如今仍存在着这种证据，即不仅生物质产量非自然地高，

而且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组成发生了变化。例如，我们

的脂质组分分析表明，卢加诺湖中的蓝细菌（它会对水质

产生不利影响）和绿藻占优势，而硅藻在贫营养的布里恩

茨湖占优势。由于营养物浓度升高，所以卢加诺湖只有最

上层水中的氧水平才能与布里恩茨湖相比（图1A）。卢加

诺湖从大约70 m深开始往下实际是不存在氧的，这导致有

机质降解不明显。但与此同时，即便在这些缺氧条件下，

微生物仍将有机质转化（产生的不是CO2，而是甲烷）这

种气体作为温室气体的强度大约要高20倍。因此，卢加诺

湖作为一个较大的碳汇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总之，我们

的研究表明，水中营养物和氧水平是确定碳循环因而也

是确定湖泊中CO2固定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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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ocus: Eutrophicated lakes

18 carbon atoms are of cyanobacterial origin. These were found, 
for example, in the euphotic zone of Lake Lugano in the spring. By 
contrast,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occurring in Lake Brienz and 
in the euphotic zone of Lake Lugano in the autumn derive mainly 
from diatoms.
E High contents of short-chain saturated fatty acids with 18 car-
bon atoms in both lakes suggest an increased contribution of 
zooplankton to the biomass in deeper parts of the water column 
at the time of sampling in the autumn (bars in Fig. 1B).

Valuabl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neutral lipids. Additional 
insights are also to be gained from the neutral lipid fractions, 
which include alcohols, alkanes and alkenes. Our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E As with fatty acids, concentrations of neutral lipids decrease 
as water depth increases (curves in Fig. 1C), reflecting the degra-
dation of biomass in the water column.
E The predominance of short-chain over long-chain n -alkanols 
(saturated hydrocarbons with one or more hydroxyl groups) 
confirms the finding – already obtained with reference to fatty 
acids – that the biomass present in the lake is mainly derived from 
phytoplankton, with only a small contribution from land plants 
(bars in Fig. 1C).
E In all the samples, we also detected alkanols of microbial 
origin (branched-chain n -alkanols with 15 or 17 carbon atoms).
E Phytol – a component of chlorophyll – serves as a marker for 
photosynthetically active organisms. It is therefore not surprising 
that it mainly occurs in the upper layers of both lakes.
E Sterols are constituents of plant cell membranes, with indi-
vidual sterols being attributable to specific groups of organisms. 
Thus, sitosterol is considered to be a marker for land plants, while 
a particular sterol with 28 carbon atoms is typical of diatoms. 
Both of these sterols were detected in the samples collected in 
the spring from Lake Brienz and Lake Lugano. By contrast, the 
autumn samples contain much lower concentrations of plant 
sterols. Here, the predominant sterol is cholesterol, which sug-
gests an increase in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zooplankton to the 
biomass, especially in deeper parts of the water column.
E In deeper water layers, the stanols/sterols ratio increases. 
This may be regarded as evidence of degradation of organic mat-
ter in the water column.
E Also noteworthy is the high relative abundance of highly 
branched isoprenoid alkenes – another characteristic marker for 
inputs from diatoms.

Organic matter dynamics and CO2 fixation. In summary, what 
can be concluded from our findings? As expected, less organic 
matter is produced in the oligotrophic Lake Brienz than in the 
eutrophic Lake Lugano. At the same time, organic matter is more 
efficiently degraded in Lake Brienz than in Lake Lugano, so that 
overall more organic carbon is sequestered in the sediment of 
Lake Lugano. At first glance, therefore, Lake Lugano is the larger 
carbon sink. However,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shows Lake 
Lugano as an ecosystem which has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since the 1970s. Until the late 1980s, nutrient levels rose continu-

ously as a result of human impacts. Since then, while increased 
effort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have achieved some initial 
success, there is still evidence today not only of unnaturally high 
biomass production but also of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phytoplankton and zooplankton. Our analysis of lipid composition, 
for example, demonstrates the predominance of cyanobacteria 
(which can adversely affect water quality) and green algae in 
Lake Lugano, while diatoms predominate in the oligotrophic Lake 
Brienz. As a result of the elevated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oxygen 
levels in Lake Lugano are only comparable to Lake Brienz in the 
uppermost water layers (Fig. 1A). From a depth of around 70 m, 
there is virtually no oxygen in Lake Lugano, which accounts for 
the less marked degradation of organic matter.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organic matter is transformed by microorganisms even 
under these anoxic conditions – producing not CO2, but methane, 
which is about ~20 times more potent as a greenhouse gas. The 
significance of Lake Lugano as a larger carbon sink is thus sub-
stantially reduced. Overall, our study shows that nutrient and oxy-
gen levels in water are crucial factors determining carbon turnover 
and hence also CO2 fixation in lakes..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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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卢加诺湖水几十年保持
非混合状态

2009年，Eawag公布了一项关于卢加诺湖混合行为的研究。在这次采访
中，水资源与饮用水室负责人、苏黎世理工名誉教授Rolf  Kipfer, 解释了富
营养化和气候变化会如何影响湖泊中的水循环。

你为什么决定研究卢加诺湖？

唔，卢加诺湖曾大约40年未彻底混合，那里的深水曾

始终是缺氧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提契诺州一直定期检测不同水深处的温度、氧含量

和电导率，实际上，自1991年以来，一直定期（每2周）记录

这些参数。还有，Eawag以前在卢加诺湖进行过采样活

动。我们利用这一数据来监测卢加诺湖的水质和氧浓度，

2005年冬季短时期内，突然在底层中发现氧的痕迹。

这意味着发生过混合吗？

是的，但2005年发生的情况是一个简单的（虽然重

要）初始混合活动。只是在随后的冬季卢加诺湖才在2个

月内彻底混合。

卢加诺湖出现如此罕见的“循环”正常吗？

一个湖—— 像位于这类纬度其他很多（浅）湖一

样——一年两次（在春季和秋季）混合肯定是不正常的。

因为它是一个带有低通流的狭窄深湖。但这次它花这么

长时间部分是由于富营养化所致。

所以营养物输入的增加也会影响诸如混合这类物理

过程吗？

对的。

你能解释那是如何发生的吗？

好的，在上一世纪后半叶，由于营养物输入的增加，

卢加诺湖的地球化学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初级

生产力增加，这导致深水中的氧耗竭。在这些缺氧条件

下，离子从沉积物中重新流动出来。所以该湖从下而上变

得充满溶解离子，而且深水的密度和电导率增加。由于咸

度随深度增加而增加，所以该湖被化学分层，因而不再可

能彻底混合。这是典型的富营养化问题。

“富营养化是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才会出现彻底混合的一个原因。”

当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在废水处理厂的帮助下水污

染得到更好控制时，还不能逆转这一情况吗？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逆转，但只能在上层水体。因为

该湖很深，而且咸度梯度（分层）如此稳定，所以大规模

混合是不可能的。只是在2005年和2006年两个较冷的冬

季发生过大规模混合。我们研究的目的是清楚地重现这

些混合活动的过程。

为了这么做，你们详细分析了从2006年回溯到1991年

的州数据。它告诉你们了什么？

让我们首先来说说温度数据，它向我们表明，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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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仅靠混合行为来判断一个湖泊的状况。”

中，深水被来自基岩的热所逐步加热。而且，湖水还通过

一种被称之为紊流转换的过程所渐渐加热。

这涉及到较暖的水的上移或下移吗？

不，至少不在一个大的距离内。所发生的是，由于小

规模紊流的结果，热从一片水垂直传到另一片水。大规模

垂直水迁移（例如为了彻底混合）所需的重要条件，只出

现在表水和深水温度相同（或当表水实际上比深水更冷

时）的冬季。在卢加诺湖，这只是1999年冬季再次出现的

情形。

但为什么要又一个6年才出现彻底混合？

这是因为化学分层极为稳定。根据电导率数据，我们

可以看到，1999～2005年期间，低电导率的表层水被缓慢

但确定地混合到更深处，而且咸度梯度降低。结果，从

2005年到2006年，化学分层也被消除了，只有在那时，冬

季的寒冷才强得足以激发混合过程。

卢加诺湖深水现在富含氧吗？

可能不富含氧，因为到2006年底深水实际上再次缺

氧。由于缺氧期延长，仅仅留存太多会迅速耗氧的还原物

质（即便混合过程不断补充供氧）。

你们试图对深水的恢复进行定量化吗？

是的。我们计算出2006年冬季大约一半的深水被

交换。

你们通过观察保守性示踪物数据来做这一点。

是的。在我们看到这之后，2005年冬季，卢加诺湖多

年来首次再次彻底混合，2005年和2006年春季，我们从该 

湖中采集了样品，并进行了示踪物分析。我们还可以利用

2001年Eawag先前的一次示踪物活动。

保守性示踪物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些是经历物理混合过程但未像氧那样被降解或

消耗的物质。所以示踪物表明如果氧是生物化学保守性

的，那么它会如何表现。它们让你计算已出现了多少气体

交换以及已有多少水得到恢复。

这些示踪物是天然存在于湖泊中的吗？

它们存在于湖泊中，但不是天然存在的。在一些情况

下，它们是由于人类活动而被释放入环境的以及起源于技

术应用，例如痕量气体SF6（六氟化硫）。这是被设计作为

化学惰性气体的，它被用于电力系统以预防火花击穿。或

用于制冷系统的含氯氟烃（CFCs）。

所以你们正在心甘情愿地做非做不可的事。

是的，恐怕是这样的。这些气体多半得到很好的研

究。我们知道多年来大气浓度的变化情况，这可以在水中

被追踪到，因为水通过气体交换与大气连为一体。所以能

够得出关于湖泊各层何时最后一次与大气接触的结论。

自那时以来流逝的时间被称之为“水龄”。

对的，但你仍然无法讨论水龄的基础，尽管它可能会

直观得多。而是你必须依赖于浓度，因为通过这些浓度

（与水龄相比），混合的影响是线性的。换言之，当我将含

有不同浓度的相同量的水混合时，我获得了一种带有平均

浓度的液体。但当我将5岁SF6与1岁SF6水混合时，肯定不

会得到一种3岁的混合物。所以当你谈论水龄时必须要非

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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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Holzner正在采集样品：关于卢加诺湖混合行为的研究是
他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现在卢加诺湖中的浓度已被拉平，未来会出现更频繁

的混合吗？

显然，卢加诺湖现在的作用与过去30～40年期间的

极为不同。彻底混合已在湖泊的生态结构方面产生了重

大变化。垂直水迁移已成为可能。当然，我不知道富营养

化之前卢加诺湖的混合行为情况，但我猜测混合曾不时地

（每几年）发生。而且，我认为现在将会重建一种类似的

周期性。

你们已研发了一种预测模型，对吗？

是的，我们已采用该模型来研究不同气候情景下的

混合行为。我们将只查明从现在起几十年中这些预测是

否正确。

气候变化预计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一些科学家设想，由于气候不断变暖，未来我们湖泊

的混合将会减少。人们总是采用相同的论据：表水变暖，

结果密度梯度增加，进而湖泊混合减少。这是真的，但它

只适用于从现在到未来状态的过渡期。

将来我们何时成功？

因此，夏季和冬季该湖中的温差可能会像如今一样

大，即使是在通常较暖的状况下。因为深水也将会变暖

（比仿说7℃，而不是当今我们纬度的大约4℃），所以我

认为这一点是可能的：未来这些湖泊的混合将会比如今

更好。原因是7℃时温度小的变化会比4℃时大大增加密

度，所以这种水会直接下沉。

你在说气候 变暖会对湖泊混合行为产生正面影

响吗？

不，这不是一个你能用的论据。真正的问题是，更频

繁出现彻底混合是不是天然的。不过。你不能仅靠混合

行为来判断一个湖泊的状况。它取决于该湖中出现的所

有过程。

未来你们关于卢加诺湖的研究方向是什么？计划更

多的示踪物活动吗？

不是在现在，但我认为将是开始规划的一个好时候，

因为长时间序列是非常有帮助的。由于目前卢加诺湖的行

为大大不同于近几十年，所以监测它的发展情况是有意

义的。

最后一个问题：这项研究的主要发起人Christian 

Holzner现在在做什么？

他在完成在Eawag的博士论文之后，去了联邦能源

部。那里的问题是瑞士如何才能满足未来的能源需求。

Christian正在分析那些会影响瑞士国内外能源供应安全

的技术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

对Rolf Kipfer 的采访是由Martina Bauchrowitz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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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ocus: Eutrophicated lakes

tain a liquid with a mean concentration. But if I combine 5-year-old 
SF6 water with 1-year-old SF6 water, that certainly doesn’t yield a 
3-year-old mixture. So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when you talk 
about water age.

Now that concentrations have evened out in Lake Lugano, 
will mixing occur more frequently in the future?�
Clearly, Lake Lugano is now functioning quite differently than it did  
over the past 30–40 years. Complete mixing has produced major 
changes in the ec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lake, and vertical water 
transport has become possible. Of course, I don’t know what the 
mixing behaviour of Lake Lugano was like prior to eutrophication, 
but I suspect that mixing occurred sporadically, every few years. 
And I think a similar rhythm will now be re-established.

You’ve developed a predictive model, haven’t you?�
Yes, we’ve used the model to study mixing behaviour under vari-
ous climate scenarios. We’ll only find out whether the predictions 
are correct a few decades from now.

And what effects is climate change expected to have?�
Some scientists assume that the mixing of our lakes will decline 
in the future as a result of a warming climate. The same argument 
is always used: the surface water warms up, the density gradient 
is increased as a result, and mixing of the lake is reduced. That’s 
true but it only applies to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the present 
to a future state.

And when we’ve arrived in the future?�
Then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in the lake between summer and 
winter is likely to be as great as it is today, albeit under a gener-
ally warmer regime. Because the deep water will also be warmer 
– with a temperature of, say, 7 °C rather than around 4 °C in our 
latitudes today – I think it’s quite conceivable that lakes in future 
will be better mixed than they are today. The reason is that a small 
change in temperature at 7 °C increases density much more than 
at 4 °C, and the water will immediately sink.

Are you saying that warming of the climate will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mixing behaviour of lakes?�
No, that’s not an argument you can use. The real question is 
whether it’s natural for complete mixing to occur more frequently. 
But you can’t judge the condition of a lake by the mixing behaviour 
alone. Rather, it depends on the totality of processes occurring in 
the lake.

What i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your research on Lake Luga-
no?� Are any more tracer campaigns planned?�
Not at the moment, but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time to start 
planning because long-term time series are very useful. As the 
behaviour of Lake Lugano is now quite different than in recent 
decades, it would make sense to monitor how it develops.

One final question: What is Christian Holzner, the lead author 
of the study, doing now?�
After completing his PhD thesis at Eawag, he went to the Fed-
eral Office of Energy. There, the question is how Switzerland 
can meet its energy requirements in the future. Christian is 
analysing the techn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which influ-
ence the security of Switzerland’s domestic and foreign energy 
supplies.  i i i

Rolf Kipfer was interviewed by Martina Bauchrowitz

Holzner C.P., Aeschbach-Hertig W., Simona M., Veronesi 
M., Imboden D.M., Kipfer R. (2009) Exceptional mixing 
events in meromictic Lake Lugano (Switzerland/Italy), 
studied using environmental tracers. Limnology & Ocea-
nography 54, 1113–1124.

Christian Holzner collecting samples: the study on the mixing behaviour of 
Lake Lugano was part of his doctoral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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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有集中化废水处理
厂的替代方法吗？

分散化系统——未来废水处理的
模式吗？

在瑞士，分散化系统目前发挥的作用很小，仅被用于公共下水道到达不到的边远地
区。但在什么情况下它们会成为这个国家和发达世界其他地方可行的选择呢？研究人员
和实践者们如何看待这些系统在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呢？

如果我们必须从零开始再次建造瑞士的废水处理系

统，我们将会怎么做呢？十多年前，Eawag组织的一次研

讨会上来自研究界和实践界的专家们讨论过这一问题。

城市水管理室负责人Max Maurer回忆说：“当时，我们都

同意我们会选择相同类型的集中化系统。但这主要是因

为它是我们唯一熟悉的系统，而不是因为它是可能的最

佳解决办法。”自那时以来，这一领域发生了相当多的变

化，Eawag也在日益开发替代系统，尤其是分散化系统。

这些活动正在不同层次进行，从概念和经济研究

（通过增强的新方法的开发和中试）一直到分散化系统的

实际实施，尤其是目前在发展中国家。正在详细研究众多

方面：尿源头分离与处理方法、营养物回收和肥料生产方

法以及废水循环方法（小型家庭处理系统）以及用于成本

效益分析的新模型，考虑到规划的不确定性，例如人口增

长、水可得性和气候变化。但研究人员已取得何种具体进

展呢？分散化系统与集中化相比实际能提供何种额外好

处呢？水专业人员中对这些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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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废水淋浴

在一项新的试验研究——由Empa发起的

一个联合项目，也包括苏黎世艺术大学（ZHdK）

和瑞士西北应用科学大学（FHNW），Eawag正

在以一种实际的方式来解决水再循环问题。已

设计了一种起居工作舱(“Self”),它在能源和水

消费方面是自给自足的。在 这种原 型 体中，

Eawag已纳入雨水过滤和废水再循环：膜反应器

处理过的灰水可以被再用于沐浴、碟盘洗涤和

抽水马桶冲洗。虽然在目前从内部水循环中去

除了黑水，但尿和粪便的分开排放和处理在该

项目的后期阶段才有可能。

Founding board

水可得性   在过去十年中，分散化废水处理系统领域

已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这些发展很大程度上一直得

到水可得性考虑的驱动，因为如果缺水，那么带有集中化

处理厂的污水网络就难以运行。这主要是由于输送固体

物（粪便、手纸）需要大量的水。为此，城市水管理室“未

来概念”工作组组长Tove Larsen说，缺水问题越来越决定

全球角度的废水处理方面的新概念。她补充说，其他关键

因素是气候变化和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一点得到澳大

利亚、美国、加拿大和亚洲已面临的具体问题的证实（见

第20页上的世界地图）。

水再用   例如像 瑞 士一样，集中化 废 水处 理 厂

（WWTPs）在美国西部发挥关键性作用。但正如Richard 

Luthy(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教授)所

说，存在一个主要差异：在瑞士，可用的水储备中只用了

大约5%，而美国西部地区基本上已使用了所有可利用的

水资源：“所以对我们来说，水再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是集中化的WWTPs通常不仅很远，而且还在地势低洼地

区，因为污水是靠重力输送的。这意味着，如果水要被再

用的话，就必须再次将它向上抽提（这是一种集中耗能的

过程）。Luthy（2009年底他在Eawag休假几周）相信这一

问题可以通过分散化废水处理系统来解决。他将打算在

加利福尼亚发起的一个主要研究项目中采用这一方法。

有声望的“斯德哥尔摩水奖”获得者Peter Wilderer教

授（慕尼黑名誉英才）也认为，从天然源获得的水的反复

使用是分散化系统提供的主要好处。但在他看来，这些系

统在发展中国家难以被接受，除非德国、瑞士和其他工业

化国家引领这一方法。他总结说：“所以首先需要在世界

的这一部分有更多试验项目。”

小型处理系统   瑞士水协会主席和索罗图恩州环境

局局长Martin Würsten说：“我仍在梦想一种你可以将其放

在地下室的坚固耐用的系统，就像洗衣机一样的，它可以

有效地处理废水流，而且营养物循环可以尽可能密闭。”

他补充说，总的说来，虽然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这类

系统尚不成熟，仍处于试验阶段。

营养物循环   领导Eawag尿源头分离（Novaquatis）交

叉项目（该项目已于2007年结束）的Tove Larsen说：“如果

我们始终如一地将废水流分开，单独处理富含营养物的

尿，那么我们就能相当特殊地管理氮和磷。” Larsen解释

说，氮导致很多问题尤其是通过内陆水体和沿海水体的

富营养 化。但 人们 还 应记住 它 在 温 室气体 氧化 亚氮

（N2O，笑气）方面的效应，例如，它作为脱氮作用——硝

酸盐（NO-
3）转化为分子氮（N2）的副产物而产生。所以重

要的是研发不会导致N2O排放的用于氮处理的可持续的

分散化系统。如果这一方法中纳入了气体洗涤，或者如果

这种氮不是被反硝化而是以一种浓缩的方式被供应给化

极其先进的：这种“Self”起居舱不依靠外部水和能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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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一种小型处理系统

过去3年中，Eawag的过程工程师们已从

安装在瑞士一个单一家庭住户中的小型处理

系统（膜生物反应器）方面获得了初步经验。

将这一项目看作是其博士论文一部分的Chris-

tian Abegglen和该户家庭成员，都对总的结果

感到满意。Abegglen总结说，虽然存在有一些

技术方面的小问题，但这样一种分散化系统现

在可以提供与集中化废水处理厂相比拟的处

理性能。这是真的，尽管这类系统必须达到比

大型装置更严格的要求。这些包括更大的峰

负荷（清晨个人卫生）和更长的生产率不足期

（节假日）以及更高浓度的污染物（如药物）

和有毒物质（如清洁剂）。

据Abegglen说，关于除磷和能耗需要进一

步研究和创新，小型系统的能耗依然明显高于大型装置。在电化学法的帮助下，这两个问题都可以被优

化。过程工程室的一位研究人员Kai Udert目前正在研究改善能量平衡。为了这一目的，正在进行一些实

验，在这类实验中，尿铵正在被分解为氮和氢，从燃料电池中的氢回收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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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ing board

肥厂（Eawag一位过程工程师Kai Udert目前正在研究的一

种方法），那么上述想法就有可能实现。硝化和浓缩过程

产生一种硝酸铵（钾硝铵）形式的卫生的化肥。Udert相

信：“通过这种可能很快会被实际应用的方法，众多问题

可能会被同时解决。”

就磷来说，富营养化并不是唯一的问题：这是一种有

限的资源，其供应可能会在大约一个世纪被耗竭。所以有

更多理由从尿中回收这种营养物。Eawag在Novaquatis项目

中的彻底调研的这种选择方法是鸟粪石沉淀。将镁添加

于尿导致鸟粪石（磷酸镁铵）的沉淀，鸟粪石可以被直接

用作肥料。

营养物循环方法一般随时可以使用。另外，根据Ea-

wag计算，通过这些方法（按大致相同的成本）可以获得

比去除但不回收营养物的集中化WWTP更好的环境保护

和自然资源保护效果。但这可能取决于将进入大规模生

产的技术。

现有的基础设施  控制氮和磷输入进地表水曾是20

世纪70年代瑞士和其他很多工业化国家扩建WWTPs的主

完美的可持续性：尿基肥料鸟粪石

   不要被低估：一户瑞士家庭中的试验性处理系统

要动机之一。对于VSA执行委员会成员和活跃于水管理部

门的一家工程公司的经理Petetr Hunziker 来说，这一点是

清楚的：“决不能以现有集中化基础设施为代价来建设分

散化系统，由此驱高成本。”集中化WWTP的工艺步骤的

设计能力越高，每位居民的特定费用就越低。另外，现有

基础设施仍有余力提供，这种余力应被利用，即便产生一

些新的挑战，例如由于微污染物的结果，集中化处理厂能

够花费不多地纳入外加处理工序。不过，像很多同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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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化系统：一个新的产业部门吗？

在包括公用事业部门创新

研究所（Cirus）和城市水管理

室的现场水处理技术（OST）项

目中，Eawag正在进行分散化系

统概念的全球分析。要解决的

重大问题包括：分散化办法比

集中化办法能更效地解决什么

样的问题？目前可用何种现场

技术？如何能进一步开发这些

技术？这一项目旨在确定通向典

型变换的可行途径以及具有创建

新产业部门潜力的市场和参与者（例如在中国，有德国和瑞士公司参与）。根据这一学科间项目，Eawag还

在试图确定分散化系统领域未来的研究活动，以及制定合适的研究战略。

样，Hunziker承认，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在瑞士，分散化

系统可能会被日益接受——例如，当一个规划的住宅开

发尚未与下水道系统连接时，或当一个WWTP到了其服

务寿命末。Hunziker说，可能需要精确计算与不同方案有

关的费用。

规划不确定性  这种计算受一整系统规划不确定性

的影响。其中之一是人口发展。对于某些其未来前景不清

楚的周边地区来说，分散化系统可能代表一种有吸引力

的解决办法。它们可以防止这种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当

居民们因经济运气下降而离开这一地区时，这种基础设

施被证明是不应 建的。例如，在德国一些人口已减少

40%～50%地方已产生这一问题。正在详细研究应如何考

虑规划不确定性的Max Maurer说：“那么一个带有大规模

下水道网络的集中化系统就会变得很费钱，而服务价值

没有任何增加。”

Maurer正在试图弄清那些能够说明何时最好用集中

化系统或分散化系统的标准。与此同时，他的基本设想

是，分散化系统实质上提供了能更快对不确定未来的需

求做出反应的更大的灵活性和能力。换言之，他认为在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选择分散化系统可能更为合

适。好处是避免过度的能力，而且可以根据需要来进一步

投资。相比之下，集中化系统最初涉及的投资可能会低于

分散化办法，但在30～40年的规划范围内，它可能会产生

人均较高的总费用。所以Maurer的目的是，确定同时考虑

到未来发展不确定性和相关系统灵活的可比较的成本概

算标准。正如他所强调的：“灵活性必须要有价值，带有

能用瑞士法朗表示的价值。”除了人口趋势和经济发展之

外，规划不确定性还包括其他一些方面，如气候变化和对

废水处理需求方面的变化。最终目的也是要将分散化系

统与集中化系统的比较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一般说来，这

些国家特别易受规划不确定性的影响。

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  分散化系统可以按阶段扩展

（资金筹措可以相应地分散）的这一现实，也是对发展中

国家所具有的重大好处。另外，许多分散化系统的存在可

以减少与误动作相关的风险。发展中国家水和卫生室

（Sandec）负责人Christian Zurbrügg提出：“在发展中国

家，当一个零件无效时，系统可能会全部停止运行。”如

果一个集中化装置受影响，这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但除了这两种好处之外，Zurbrügg将灵活性列为分散

化系统最重要的特征：“例如，假若你在一个水被再用于

农业灌溉的地区，那么该系统就能得到优化，这样一来，

致病菌被去除，但营养物含量得到保持。但如果当地地表

分散化系统可能是卫生基础设施不足以及还在与快速城市化和缺水作斗争的地
区（黄色阴影区）值得考虑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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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坛

尼泊尔的鸟粪石

生产
Eawag一个

项目的现场是在

Siddhipur（尼泊

尔加德满都郊外

的一 个社区），

那里已有尿分离

抽水马桶。这一

近城市区的居民

向作为肥料的尿

使 用开放，只要

具备野外检测用

于鸟粪石沉淀的

简单的分散化系

统的理想条件。经验已证明该方法和运输系

统（用特殊的自行车来收集来自尿分离抽水

马桶的液体废物）的有效性。Eawag现还在研

究可以针对鸟粪石沉淀之后剩下的（仍然养

分丰富的）液体做些什么。

水已被富营养化，那么，营养物也将需要被去除。如果是

一个带有严重污染的废水的工业区，那么就可以为应对这

一点而专门设计该系统。”这解释了为什么Eawag在发展

中国家的很多工作涉及到工艺过程和系统的优化，并使它

们适应不同的需求。

总体规划  Eawag在发展中国家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的

方面是，为当局提供建议，并帮助它们发展卫生系统。虽

然在很多情况下，单个分散化解决办法已在家庭或邻里

层面被采纳，但当局难以制定和协调总体规划。例如，

Eawag目前正在与布吉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当局协作。在

那里，这一点已变得很清楚：大量现有的化粪池不可能与

集中化系统连接。现在产生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仍将它们

纳入一个总的系统。

位于日内瓦的一个联合国托管组织“供水与卫生协

调委员会”执行主任Jon Lane承认：“发展中国家城市地

区人类粪便的安全处置是弱点之一。”Lane注意到特别是

在贫民区公共厕所设施方面需要研究（就基本方法和技

术这两点而言都是这样）。需要优质、客观的研究结果作为

对政治家们决策的帮助。在他看来，Eawag是全世界能够

提供这种必要科学专长的少数几个独立研究机构之一。

范例变换   根据联邦环境部（FOEN）最近公布的数

字，瑞士供水和废水处理基础设施的置换费为2200亿瑞

士法朗，或差不多每位居民3万瑞士法朗，仅输水系统就

占这一总额的90%。所以对于Eawag研究员Max Maurer来

说，第一个主要范例变换可能是能提供现有输水系统替

代物的解决办法。然后，这可能需要另一个关键性步骤，

即协调一致的废水流分离（尿、粪便、灰水）。Tove Larsen

说：“如今与几年前不同，我会对这一点感到吃惊，即假如

源头分离和分散化办法至少未开始在瑞士和其他工业化

国家得到确立。” Max Maurer补充说，“即便如此，目前

研究的目的不是将分散化系统作为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

来推动。而是我们想弄清在何种情况下集中化或分散化

方法最佳和可持续。”研究人员和实践工作者一般都同意

这一看法，即城市水管理方面的系统性变化应在几十年内

实现，所以现有基本投资是得到保护的。               ○○○

                          Martina Bauchrowitz
大萝卜：来自Siddhipur的一
位农民Jiban Maharjan为其
尿肥产物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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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ing board

in agriculture, then the system can be optimized so that patho-
gens are eliminated but the nutrient content is maintained. If, 
however, the local surface waters are already eutrophicated, then 
the nutrients will also need to be removed. And if it’s an industrial 
region with heavily polluted wastewater, then the system can be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deal with that.” This explains why much 
of Eawag’s work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volves optimizing proc-
esses and systems, and adapting them to different requirements.

Struvite production in Nepal

The site of one 
Eawag project is 
Siddhipur, a com-
munity on the out-
skirts of Kathman-
du (Nepal) where 
urine-separating 
toilets already ex-
ist.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peri-urban 
area are open to 
the use of urine as 
a fertilizer, provid-
ing ideal conditions 
for field-testing a 
simple decentral-
ized system for 
struvite precipita-
tion. Experience 
has demonstr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and the transport system – special bicycles are 
used to collect the liquid waste from urine-diverting 
toilets. Eawag is now also studying what can be 
done with the (still nutrient-rich) liquid left over 
 after struvite precipitation.

Jumbo radishes: Jiban Maharjan,  
a farmer from Siddhipur, is proud of 
his urine-fertilized p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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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research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community toilet facili-
ties in slums – in terms of both basic approach and technology. 
Good-quality, objective research results are required as an aid to 
decision-making for politicians. In his view, Eawag is one of the 
few independe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worldwide that can provide 
the necessary scientific expertise.

Paradigm shift. According to figures recently published by the 
Federal Office for the Environment (FOEN), the replacement 
value of Switzerland’s water supply and wastewater disposal 
infrastructure amounts to CHF 220 billion, or almost CHF 30 000 
per inhabitant. The conveyance system alone accounts for 90 % 
of this total. Therefore, for Eawag researcher Max Maurer, the 
first major paradigm shift would be towards solutions providing 
an alternative to the existing conveyance system. This would 
then entail a second key step, namely the consistent separation 
of wastewater streams (urine, faeces, grey water). Tove Larsen 
comments: “Today, unlike just a few years ago, I’d be surprised 
if source separation and decentralized solutions did not at least 
begin to become established in Switzerland and other industrial-
ized countries.” “Even so,” Max Maurer adds, “ the aim of current 
research is not to push decentralized systems as the only true 
solution. Instead, we want to find out in which situations a central-
ized or decentralized approach is optimal and sustainable.” And 
there is general agreement among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that systemic changes in urban water management should be 
effected over a period of decades, so that existing capital invest-
ments are safeguarded. i i i

Martina Bauchrowitz

Master plans.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of Eawag’s activ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providing advice for authorities and help-
ing them to develop sanitation systems. Although in many cases 
individual decentralized solutions have already been adopted at 
the household or neighbourhood level, authorities have difficulty 
in preparing and coordinating master plans. For example, Eawag 
is currently collaborating with the authorities in Ouagadougou, the 
capital of Burkina Faso. Here, it has become clear that the large 
number of existing septic tanks cannot possibly be connected to 
the centralized system. The question now arising is how they can 
still be integrated into an overall system.

“Safe disposal of human excreta in urban area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one of the weak points,” admits Jon Lan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Water Supply & Sanitation Collaborative Council, 
a UN-mandated organization based in Geneva. Lane sees a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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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Gunten

用高铁酸盐去除微污染物和
磷酸盐

与臭氧一道，高铁酸盐已呈现为增强城市处理厂废水处理的一种新选
择。这两种物质都能氧化人为有机微污染物。与此同时，高铁酸盐通过沉淀
提供去除磷酸盐的额外好处。但高铁酸盐需要多大剂量呢？高铁酸盐的使
用经济合算吗？我们在本文中报道来自Eawag实验室的初步经验。

由于处理过的废水依然含有微量药品、个人护理用

品和家用化学品，所以它对水污染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由

于减少这些产品消费的可能性有限，所以目前的注意力集

中在如何才能从处理过的废水中去除微污染物[1]。一种

战略包括在常规废水处理厂（WWTPs）增加一个第三处

理工序。在这一添加的工序中，可以通过氧化法去除微污

染物。由于几年中Eawag在臭氧化领域所累积的经验，可以

在Regensdorf  WWTP进行大型试验项目，在那里，臭氧被

用作一种氧化剂[2]。

一种代表臭氧潜在替代物的物质是高铁酸盐[Fe(VI)

O4]2-——一种含有正六价氧化态离子的氧化剂和消毒

剂。高铁酸盐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与臭氧不同，它不仅充

当氧化剂，而且还充当沉淀剂：首先，以六价铁的形式，它

充当氧化剂，在这一过程中被还原成三价铁。多年来，三

价铁已被用于废水处理中的磷酸盐沉淀，因此是高铁酸

盐一种有用的、无毒的分解产物，高铁酸盐的另一个优点

是，据迄今所知，在这一氧化过程中不产生任何有害的副

产物。

关于高铁酸盐可能用于废水处理的研究只是最近才

开始的，目前，Eawag已研究高铁酸盐氧化废水中各种微

污染物的潜力（也与臭氧加以比较），并试图确定通过沉

淀去除废水中的磷酸盐所需的高铁酸盐的剂量。

去除废水中的活性微污染物  我们研究的目的是直

接分析废水中尽可能多的带有不同特性的微污染物的氧

化。以类似于臭氧的方式，高铁酸盐还吸引微污染物分子

中富电子部分。这些特别包括：

►酚，例如内分泌干扰物17α-乙炔雌二醇、17β-雌

二醇、二酚A和杀生物剂三氯生；

►胺，例如存在于抗生素新诺明、恩诺沙星、环丙沙

星以及存在于镇痛剂和抗炎剂双氯芬酸；

►烯烃（含有双键的化合物），例如存在于抗癫痫药

卡马西平。

正如图1所示，大约2 mg Fe/L的高铁酸盐剂量足够带

有酚醛基团的物质的充分氧化。不过，胺和烯烃只被大约

5 mg Fe/L的高铁酸盐剂量充分氧化；总之，它们的活性低

于酚[3、4]。另外，从文献所知，高铁酸盐也与其他富电子

基团如硫化物和硫醇反应，但我们项目中未研究这一点。

图1  来自Dübendorf废水处理厂处理过的废水中含有富电子基团的各种微污染物的相对残留浓度随高铁酸盐剂量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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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没有这类富电子基团时，需要显著高剂量的高

铁酸盐：例如，实现降脂剂苯扎贝特和对比介质碘普罗胺

40%的氧化需要15 mg Fe/L，而在镇痛和抗炎药布洛芬的

情况下，同样剂量只达到10%的氧化[3]（图2）。

对微污染物的氧化效果低于臭氧  近年来，各种研究

已证实臭氧是废水中微污染物氧化的有效药剂。为此，特

别有兴趣对作为废水处理氧化剂的这种物质加以比较。

图3提供了选定的含有富电子基因的微污染物氧化随高铁

酸盐或臭氧剂量而变的总体情况。所研究的化合物中只

有一种——17α-乙炔雌二醇被这两种氧化剂所氧化的效

果大致相当。在这一情况下，20μΜ(～1mg/L)剂量的高铁

酸盐或臭氧足以确保完全氧化。高铁酸盐氧化所分析的

其他所有微污染物的效果要低于臭氧。要达到完全氧化

双氯芬酸需要大约3倍于臭氧的高铁酸盐，例如53μΜ

（=3 mg/L）高铁酸盐与20μΜ（=1 mg/L）臭氧[3]。

较低的活性得到较高稳定性的补偿   在随后的氧化

反应动力学研究中，我们发现，高铁酸盐与微污染物反应

的速率常数（K值）要比臭氧低3～4个数量级[3]。实际上，

在先前实验的基础上，我们可能已在这里预计的值会高

很多。所以如何解释高铁酸盐在微污染物氧化方面的效

果并不比臭氧低很多呢？

为了弄清这一点，需要考虑这两种氧化剂各自在废水

中的稳定性。高铁酸盐被废水其他组分消耗的速度，没有

臭氧自衰变所消耗的速度快。例如，剂量为40～45μΜ的

高铁酸盐被来自Regensdorf废水处理厂二次排放水完全

消耗需要30多分钟（在pH为8、溶解氧浓度为5 mg/L的情

况下）。相比之下，相同剂量的臭氧仅在5分钟内就被消耗

了。因此，高铁酸盐存在较长时间，并达到较高的曝露值

（浓度×时间），从而很大程度弥补了其与微污染物较低

的反应性[3]。我们的实验还表明，应将高铁酸盐添加到二

次排放水，而不是添加到进入生物处理工序的废水，因为

由于活性污泥和高浓度溶解氧的结果，它在那里会被很快

消耗掉。

图2  Dübendorf废水处理厂处理过的废水中选出缺乏富电子基因
的微污染物的相对残留浓度随高铁酸盐剂量而变

博士后Yunho Lee 检测实验溶液中Fe(VI)的浓度

图3  Dübendorf废水处理厂经高铁酸盐（橙色圆点）或臭氧（蓝方
块）氧化处理的废水中选出的微污染物的相对残留浓度随氧化剂剂
量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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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物质与水接触会分散，所以不能在水溶液中运输或

储存。粉状形式的高铁酸盐必须储存在密封的容器中以

免受潮。所以理想的是，可能需要在现场连续生产（例如

借助电化学槽），然后添加至废水。不过，在废水处理厂

制备一种使用粉状高铁酸盐的混合物也是可能的。已用

二价铁和三价铁化学沉淀磷酸盐的处理厂，也可以将现有

泵和混合系统用于高铁酸盐的应用。

目前，高铁酸盐的使用成本要高于臭氧。虽然臭氧

生产成本为1～2瑞士法朗/kg，高铁酸盐的生产成本为18

瑞士法朗/kg（基于臭氧分子重量和按K2FeO4计的高铁酸

盐的比较）。然而，经验已表明，一旦开始大规模生产，化

学品的制造成本就会大大下降。高铁酸盐成本的综合分

析可能还须考虑到同时去除磷酸盐以及与臭氧相比必要

的基础设施所需的投资费用较低而带来的节约（将现有

的输送系统用于靠铁来实现的磷酸盐沉淀 ）。     ○○○

磷
酸

盐
（

m
g 

PO
4-P

/L
）

微
污

染
物

（
μ

Μ
）

0.0

0.5

1.0

1.5

2.0

2.5

3.0
50

40

30

20

10

0

3.5

1 2.5 5 7.5 10 15
Fe(VI) 剂量 (mg Fe/L)

新诺明（μΜ）
双氯芬酸（μΜ）
卡马西平（μΜ）
PO4-P/L（mg/L）

图4   Dübendorf废水处理厂处理过的废水中随高铁酸盐剂量而变
的选出的微污染物的氧化和与此同时的磷酸盐沉淀

废水中的磷酸盐通过分解产物三价铁被沉淀  在微

污染物和废水其他成分的氧化过程中，由于自衰变的结

果，高铁酸盐六价铁被还原成三价铁。而三价铁长期以来

一直被用于废水处理中磷酸盐的化学沉淀。我们希望确

定为了同时让废水中的磷酸盐被去除需要添加多少高铁

酸盐。在我们的实验室实验中，我们用3.5 mg PO4-P/L 的

磷酸盐含量做实验，这代表了废水处理厂进水中实际高

浓度的磷酸盐。

实际上，7.5 mg Fe/L 的高铁酸盐剂量足以降解浓度

低于0.8 mg PO4-P/L的磷酸盐（按照瑞士关于排放至接受

水体的废水排放条例）（图4）。这相当于大约80%的沉淀

率。3种活性微污染物新诺明、三氯生和卡马西平几乎完

全被剂量为5 mg Fe/L的高铁酸盐所氧化。因此，活性微污

染物彻底氧化所需要的高铁酸盐剂量要低于磷酸盐沉淀

所需的剂量[3]。

高铁酸盐：一种值得的选择  总之，我们研究表明，

高铁酸盐很适合于废水中微污染物的氧化。虽然在氧化

微污染物的效率方面有点不如臭氧，但它提供去除磷酸

盐的额外好处。磷酸盐沉淀所需的高铁酸盐剂量，高于活

性微污染物彻底氧化所需的高铁酸盐剂量。所以就废水

处理厂运行费用而言，采用高铁酸盐来确保活性微污染

物彻底氧化，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一定程度的磷

酸盐沉淀，这可能是有意义的。而后剩余的磷酸盐可以采

用三价铁或二价铁来沉淀（与现有做法一致）。

现在产生了关于高铁酸盐生产和储存的问题。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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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luent, rather than to wastewater entering the biological treat-
ment step, since here it would be too rapidly consumed as a result 
of the activated sludge and high DOC concentrations.

Phosphate in wastewater precipitated by the decomposition 
product Fe(III). In the course of the oxidation of micropollutants 
and other wastewater constituents, and as a result of self-decay, 
ferrate [Fe(VI)] is reduced to Fe(III). Fe(III), in turn, has long 
been used in wastewater treatment for chemical precipitation of 
phosphate. We wished to determine how much ferrate needs to 
be added in order to allow phosphate to be removed from waste-
water at the same time. In our laboratory tests, we experimented 
with a phosphate content of 3.5 mg PO4-P/l, which represents a 
realistically high concentration of phosphate in a WWTP influent.

In fact, a ferrate dose of 7.5 mg Fe/l is sufficient to reduce the 
phosphate concentration to below 0.8 mg PO4-P/l – in accord-
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on wastewater discharges to receiving 
waters in Switzerland (Fig. 4). This corresponds to approx. 
80 % precipitation. The three reactive micropollutants sulfameth-
oxazole, diclofenac and carbamazepine were almost completely 
oxidized by a ferrate dose of 5 mg Fe/l. Thus, the ferrate doses 
required for complete oxidation of reactive micropollutants are 
lower than those required for phosphate precipitation [3].

Ferrate: a worthwhile option. Overall, our studies showed 
that ferrate is well suited for the oxidation of micropollutants in 
wastewater. Although it is somewhat less efficient than ozone 
in oxidizing micropollutants, it offers the additional advantage of 
eliminating phosphate. The ferrate doses required for phosphate 
precipitation are higher than those needed for complete oxida-
tion of reactive micropollutants. It could therefore make sense, in 
terms of the operating costs of a WWTP, to use ferrate to ensure 
complete oxidation of reactive micropollutants, while achieving a 
degree of phosphate precipitation in the process. The remaining 
phosphate could then be precipitated using Fe(III) or Fe(II), in line 
with existing practice.

Questions now arise regarding the production and storage of 
ferrate. As the substance decomposes in contact with water, it 
cannot be transported or stored in an aqueous solution. In pow-
dered form, ferrate has to be stored in airtight containers to pro-
tect it from humidity. Ideally, therefore, it would need to be con-
tinuously produced in situ (e. g. with the aid of an electrochemical 
cell) and then added to wastewater. However, preparation of a 
mixture using powdered ferrate at the WWTP is also conceivable. 
Treatment plants already performing chemical phosphate precipi-
tation with solutions of Fe(II) and Fe(III) could then also use exist-
ing pumps and mixing system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ferrate.

At present, the use of ferrate is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application of ozone. While ozone production costs amount to 
CHF 1–2 per kilogram, ferrate costs around CHF 18 per kilogram 
(comparison based on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ozone and ferrate 
in K2FeO4). However,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manufacturing 
costs for chemicals fall dramatically as soon as large-scale pro-
duction begin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sts for ferrate 
would also have to take into account both the savings arising from 
simultaneous phosphate removal and the lower investment costs 
required for the necessary infrastructure, compared with ozone 
(use of existing feed systems for phosphate precipitation with 
iron). i i i

Fig. 4: Oxidation of selected micropollutants and simultaneous phosphate 
 precipitation in treated wastewater from the Dübendorf WWTP as a function 
of the ferrate d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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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评价：鱼细胞作为
全鱼替代物

每年，全世界有无数鱼死于生态毒理试验，在Eawag正在测试的可能的替代
物中，鱼细胞是特别有希望的。不过，化学品的毒性效应在鱼细胞中一般没有在
全鱼中那么明显。这里，我们解释这一原因，并且讨论如何才能优化基于鱼细胞的
试验。

有人已估计，今后10年内，为了遵守欧盟《关于化学

物质登记、评估和授权》（REACH）的法规，化学品毒性

试验将需要使用5400万脊推动物[1]。按照这些新的法规，

自2007年6月起，已规定每年在欧洲市场上投放量大于1 t

的所有物质都要检测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在化学

品的环境风险评价中，最常用的一组动物是鱼，毒性一般

是在死亡率基础上确定的（OECD试验指南203，对鱼的急

性毒性）。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不仅需要弄死鱼，而且这类

试验还不能提供所研究物质的作用方式的证据或测定慢

性效应。所以在一个被称之为“CellSens”的项目中（制定

一个用鱼细胞系和鱼胚胎预测鱼急性致死的战略），Ea-

wag正在开发鱼毒性试验的可能的替代方法。一种有希望

的选择——连同基于计算机预测模型和斑马鱼胚胎试

验——是使用鱼细胞（见专栏）。

问题：在毒性试验中，鱼细胞的敏感性低于全鱼  虽

然这种方法有相当大的潜力，但鱼细胞的使用尚未被纳入

任何法定的试验中。众多研究已证明，细胞毒性与鱼类急

性毒性之间存在良好的相关性，尤其是关于相对敏感度，

即从无毒到高毒的效应排序。但当从绝对的角度来考虑

这种一致性时，鱼细胞证明在敏感性方面要比全鱼低大

约90%[2]。这意味着，在细胞试验中，产生相同毒性效应

需要较高浓度的化学品。全鱼试验与鱼细胞试验之间的

差异尤其归咎于物质较低的生物可用性（即细胞自由可用

在无菌条件下培养鱼细胞

Katrin Tanneberger，食

品化学家，环境毒理学室

博士后

联合作者：Christina 

Otto,Kristin Schirmer

细胞系的研发

细胞系来源于各种鱼类的器官和组
织，首先，制备初级细胞培养物。如果这
些初级培养物能被成功地再生，就可获得
细胞系。与哺乳动物细胞系（如那些来自
老鼠或人类的细胞系）相比，鱼细胞系提
供一种重大好处：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细
胞系是永久性的或“不朽的”，即它们可
以无限地分离和再生。在鱼细胞中，这种
不朽过程是自然出现的，虽然这一现象的
原因还有待于充分阐明。

动物只需要用于细胞系的产生；理
想的是，这将涉及单一培养物。一旦建立
了细胞系，就不再需要动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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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2]。尽管鱼和细胞中的分布途径基本是相同的

（图1），但常规的小平板型细胞培养系统促进损失，例如

通过物质吸附于加样槽的壁上。因此，小平板中与试验装

置体积相关的可用于吸附的表面，大大超过水族箱：例

如，一个尺寸为20×20×25 cm的10 L的水族箱的表面-体

积比为280 cm2/L,而一个直径为1.6 cm、深度为1.7 cm的24

槽小平板的表面-体积比则大约为10 000 cm2/L。

我们目前正在寻找优化这一试验系统的方法，并已

集中于例如物质的物理化学特性、曝露培养基以及剂量

方法（图1）。在CEllSens项目中，我们正在研究总共60种

有机化合物（选作其他很多有机化合物的代表），这些化

合物在毒性作用方式、物理化学特性（如挥发性和亲脂

性）以及毒性程度（低到高）方面是不同的[3]。

归咎于物质物理化学特性的吸附和蒸发程度  吸附

和蒸发一类过程取决于物质的物理化学特性。试验化合

物的亲脂性越强，它就越多地粘附于试验槽的壁（尤其是

当这些槽壁是用塑料制作的）和培养基中存在的蛋白质。

可以用享利定律常数来描述物质的挥发性。这一常数值

越大，化合物的挥发性就越高。因此这两种因素（亲脂性

和挥发性）会降低化学品的有效性，从而导致试验系统的

敏感度较低。

迄今为止，在玻璃试管研究中，一直很少考虑物质的

这些特性。不过，这可以通过确定培养基中该物质的游离

浓度来很容易做到。采用一种数学模型，我们证明通过调

节试验物质的亲脂性和挥发性的毒性值，可以大大增加

细胞试验的绝对敏感度[4]。这种调节产生的细胞和鱼的

绝对敏感性值是可比的。

图1  在鱼试验（A）和基于细
胞的试验（B）中，化学品的
分布取决于许多因素，所有这
些因素（彼此会竞争）都会影
响能渗透动物或细胞并产生有
毒效应的那一成分。在这一案
例 中 ， 由 于 我 们 的 曝 露 培 养
基（L15/ex）不含有任何蛋白
质，所以可以忽略化学品吸附
于蛋白质这一问题

少即是多：我们在基本培养基方面的经验  培养基中

的很多成分，如血清、维生素或搞氧化剂，对细胞具有保

护效应。与人类细胞系不同，在Eawag所用的鱼细胞系能

在我们小组研发的基本培养基（L15/ex）中生存，该培养基

只含有生理盐、半乳糖和丙酮酸钾[5]。这种现在可以买到

的培养基是以常用的培养基L-15为基础的。L15/ex已被证

明对鱼细胞具有敏化效应[6]。

直接投配与间接投配   在一项进一步的研究中，我

们证明化学品的毒性也取决于投配方法，尤其是当甲基

亚砜（DMSO）被用作溶剂时[7]。试验化合物可以直接或间

接输入。通过直接投配，一种高度浓缩的贮存液被直接吸

移进曝露培养基的细胞上。相比之下，通过间接投配，一

种先前被L15/ex稀释的化学溶液被添加到培养基（图

2A）。这两种投配方法实际上可能一直未被预计对化学品

毒性产生影响。但正如通过图2B中1，2-二氯苯（DCB）实

例可见，相对的情况是真的。令人吃惊的是，与间接投配

相比，在直接投配之后，剂量响应曲线大大向左移动。在

直接投配情况下，EC50（即导致50%细胞死亡的）低80%。

在试图解释这一效应的过程中，我们集中于细胞的内部。

我们可以通过内部尝试了解到什么？  DMSO具有透

化功能（即它使细胞膜更加可穿透），所以使得试验物质

更容易透入细胞。就间接投配来说，一种L15/ex、DMSO和

DCB的均质混合物应施用于细胞；但采用间接投配时，直

接在细胞上形成一种包括DMSO和DCS的膜。这种膜的形

成会促进试验化合物被吸入细胞吗？为了检验这一假设，

我们在投配之后立即检测DCB的内部浓度；总之，不是一

种物质的细胞外浓度而是其细胞内浓度导致了其毒性。

当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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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投配后，的确发现进入细胞的DCB的量大大高于

间接投配后的这种量。

在生态毒理学方面 ，致死机体耐受量概念被用来描

述产生致死效应所需的一种化学品的整体浓度。这一浓

度被表示为mmol/kg湿重。据McCarty等人[8]计算，具有麻

醉 作 用 方 式 的 化 学 品 如 D C B 的 致 死 机 体 耐 受 量 为

2～8 mmol/kg鱼。我们将这一概念扩展到鱼细胞。对于我

们研究中所用的RTgill-Wl细胞来说，我们计算出的致死

机体耐受量为：直接投配时6 mmol DCB/kg，间接投配时

约为4 mmol/kg。因此，当考虑到内部致死浓度时，直接与

间接投配之间的敏感度差异被消除了，所测得的毒性效

应与投配方法无关。

不过，即便是直接投配，也能在不确定游离浓度和内

部浓度的情况下获得全鱼和鱼细胞之间可比的敏感度，

我们建议应将化学品直接施用于细胞。间接投配反映水

中鱼的自然曝露状况，因此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情景。另

外，只有这种方法才能防止个别细胞曝露于浓度高得多的

化学品。但为了给出鱼细胞敏感度的精确量，毒性数据应

总是以实际内部浓度为基础。

鱼细胞：毒性试验中全鱼的一种替代物  在优化的试

验条件下，鱼细胞代表一种用于化学品风险评价尤其是

用于REACH法规实施的有希望的试验系统。CEllSens项

目的另一个方面是毒性试验新终点的选择，由于致死性

是唯一可能（甚至连特别敏感也不）的终点；再有，它不能

得出关于化学品毒性行为方式的结论。为此，我们正在寻

找合适的标志基因，这些基因在活性方式的基础上提供

为什么物质对细胞有毒的指示。因此，基于鱼细胞的新的

毒性试验不仅将有助于减少试验动物的数量，而且还有

助于详细分析化学品的作用方式和慢性效应。     ○○○

2006年12月启动的CEllSens项目得到欧洲化学工业委员会

(CEFIC)和英国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Defra）的资助。

图2 （A）直接投配和间接投配的图示（B）剂量响应曲线的位置以
及1，2-二氯苯（DCB）的EC50值取决于投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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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take of the test compound into the cells? To test this hypoth-
esis, we measured internal concentrations of DCB immediately 
after dosing; after all, it is not the external but the internal concen-
trations of a substance in a cell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its toxicity. 
After direct dosing, the quantity of DCB entering cells was indeed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after indirect dosing.

In ecotoxicology, the concept of lethal body burden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whole-body concentration of a chemical required 
to produce a lethal effect. This concentration is expressed in 
millimoles per kilogram wet weight. McCarty et al. [8] calculated 
that the lethal body burden of chemicals with a narcotic mode 
of action such as DCB is between 2 and 8 mmol/kg in fish. We 
extended this concept to fish cells. For the RTgill-W1 cells used in 
our study, we calculated a lethal body burden of 6 mmol DCB per 
kilogram with direct dosing, and about 4 mmol/kg with indirect 
dosing. Thus, when internal lethal concentration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differences in sensitivity between direct and indirect 
dosing are eliminated, and the toxic effects measured are inde-
pendent of the dosing procedure.

Nonetheless, even though with direct dosing it is possible to 
obtain comparable sensitivity between whole fish and fish cells 
without determining the unbound and internal concentrations, we 
recommend that chemicals should be applied indirectly to cells. 
Indirect dosing reflects the natural exposure conditions of fish in 
water and is thus the more realistic scenario. In addition, only this 
method can prevent individual cells from being exposed to much 
higher concentrations of chemicals than others. However, to give 
an accurate account of the sensitivity of fish cells, toxicity data 
should always be based on the actual internal concentration.

Fish cells: an alternative to whole fish in toxicity tests. With 
optimized test conditions, fish cells thus represent a promising 
test system for the assessment of chemical risks and in particula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ACH regulations. A further aspect 
of the CEllSens project is the selection of new endpoints for 
toxicity tests, since lethality is only one possible – and not even a 
particularly sensitive – endpoint; moreover, it does not permit any 
conclusions concerning the mode of toxic action of chemicals. 
For this reason, we are looking (among other things) for suitable 
marker genes which, on the basis of activity patterns, provide 
an indication of why substances are toxic to cells. The new fish 
cell-based toxicity test will consequently help not only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animal experiments but also to analyse in detail the 
modes of action and chronic effects of chemicals. i i i

The CEllSens project, launched in December 2006, is funded by the European 

Chemical Industry Council (CEFIC) and the UK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

[1] Hartung T., Rovida C. (2009): Chemical regulators have 
overreached. Nature 460, 1080 –1081.

[2] Schirmer K. (2006): Proposal to improve vertebrate cell 
cultures to establish them as substitutes for the regula-
tory testing of chemicals and effluents using fish. Toxicol-
ogy 224, 163–183.

[3] Schirmer K., Tanneberger K., Kramer N.I., Völker D., 
Scholz S., Hafner C., Lee L.E.J., Bols NC., Hermens 
J.L.M. (2008): Developing a list of reference chemicals 
for testing alternatives to whole fish toxicity tests. 
 Aquatic Toxicology 90, 128–137.

[4] Kramer N.I., Hermens J.L.M., Schirmer K. (2009): The 
influence of modes of action and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chemical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 
vitro and acute fish toxicity data. Toxicology in Vitro 23, 
1372–1379. 

[5] Schirmer K., Chan A.G.J., Greenberg B.M., Dixon D.G., 
Bols N.C. (1997): Methodology for demonstrating and 
measuring the photocytotoxicity of fluoranthene to fish 
cells in culture. Toxicology in Vitro 11, 107–119.

[6] Dayeh V.R., Lynn V.H., Bols N.C. (2005): Cytotoxicity 
of metals common in mining effluent to rainbow trout 
cell lines and to the ciliated protozoan Tetrahymena ther-
mophila. Toxicology in Vitro 19, 399 – 410.

[7] Tanneberger K., Rico Rico A., Kramer N.I., Buser F.J.M., 
Hermens J.L.M., Schirmer K. (eingereicht): Effects of 
solvents and dosing procedure on chemical toxicity in 
cell-based in vitro assays.

[8] McCarty L.S., Mackay D., Smith A.D., Ozburn G.W., 
Dixon D.G. (1991): Interpreting aquatic toxicity QSARs: 
the significance of toxicant body residues at the pharma-
cological endpoint. 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109–110, 515 –525.

Fig. 2: (A)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direct and indirect dosing. (B) The location 
of the dose-response curves and thus also the EC50 values for 1,2-dichloro-
benzene DCB depend on the dosing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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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阻燃剂？

阻燃剂是用于降低或抑制可燃材料燃烧

性的物质。大约200种广泛使用的阻燃剂按化

学组分可分为四类：无机的（如Al(OH)3）、

卤化的（如多溴二苯醚）、有机磷酸盐（如

三氯乙基磷酸酯）和氮基阻燃剂（如三聚氰

胺）。

全世界每年使用几十万 t 溴化阻燃剂，尤

其是用于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塑料外壳、电路板、

聚苯乙烯泡沫和纺织品。

从源到汇：阻燃剂 Ruth Scheidegger ,系统分

析、综合评价和模拟室

“人类圈中的物质通量”

组科学家

联合作者：Hans-Peter 

Bader,Leo Morf(前GEO 

Partner AG，现在苏黎世州

废物、水、能源和大气局/

AWEL)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阻燃剂的年产量已从零增加到几十
万t，虽然这些物质减少了很多含有塑料或合成材料的不同产品（如计
算机、小汽车和纺织品）的可燃性，但它们也产生了环境问题。我们研
究了阻燃剂从生产到处置的全过程中的扩散。

在瑞士，每天有一台电视机着火，如果电视机未

经过阻燃剂处理，这么上面这一数就会高得多。虽然

这些物质的好处被认可，这一组化学品的一些成员据

知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了危险。例如，溴化阻燃剂

（见专栏）——用于电器和电子设备的——是持久性的

和生物积累的，而且可能具有内分泌干扰效应[1]。已在

地表水、大气和边远地区（包括极地地区）检测到这些

物质，而且它们也已存在于动物体内[2，3]。

但从日用产品释放入不同环境区域的这些物质的量

有多少呢？需要这一问题的答案，以便规划措施，从而

你过去知道每天坐在溴化阻燃剂上吗？

能够限制溴化阻燃剂的扩散排放。所以我们已采用一种

被称之为动态物质流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溴化阻燃剂从

源到汇的途径。

考虑阻燃剂的完整历史  借助于丹麦[4]和瑞士[5]（根

据联邦环境部的要求）传统物质流分析，已研究了溴化

阻燃剂的分布途径。不过，这种方法仅提供某个给定时

间点的情形；换言之，它不能考虑某些应用中的阻燃剂

的长残留时间或未来的物质流。例如，考虑沙发的生命

周期：在这里，溴化阻燃剂或直接纳入或应用于生产过

程中所用材料的表面。然后，制作完成的这一家具（包

括阻燃剂）通过零售到达了我们的起居室，在被处置或

回收之前，它将被使用数年或数十年。所以关键要求之

一是评估商品在“中间储存”平均保留多长时间，就本

当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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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贸易

使用
(1830 kg)

处置（包括
废水处理厂+焚烧炉）

填埋（390 kg）

大气

水圈 土壤

输入
6700 kg

输出1600 kg
15 kg

2800 kg

5100 kg 390 kg

0.00036 kg 0.0072 kg
沉降
0.47 kg

0.33 kg

0.011 kg

0.013 kg 0.039 kg
0.39 kg

0.96 kg
0.65 kg

0.011 kg

0.0017 kg

情景：“照常行事” 情景：物质禁令

年  份 2000 2010 2020 2010 2020

在使用中的储存（kg） 40 200 58 000 63 000 24 000 240

在填埋场中的储存
（kg）

4 200 5 100 5 700 5 100 5 400

对水圈的累积性输入
（kg） 

6.6 10.4 14.7 9.7 10.6

对大气的累积性输入
（kg）

6.9 15 24.7 13 14

对土壤的累积性输入
（kg）

19.0 23 24.3 22.6 23

在使用或填埋场中的HBCD储存以及对环境区域的累积性输入

例而言，沙发在起居室待多久。为了在该分析中考虑产

品的整个历史，我们在工程咨询“GEO伙伴AG资源管

理”的协助下，研发了一个动态物质流分析模型[6，7]。

这提供了阻燃剂从生产通过使用到处置的生命周期

的充分描述（图1）。该模型还考虑了含有阻燃剂的被

回收或焚烧以及最后终结于填埋场或废水处理厂的产品

的比例。该模型考虑到这一现实，在过去，一些这类产

品被直接作填埋处置。与此同时，它计算进入不同环境

区域的阻燃剂排放，如大气（气态和颗粒物排放）、水

圈（以溶剂形式，诸如清冼过程如当沙发套被清洗时）

以及土壤（颗粒物排放）。这一模型的另一个强项是，

它还估计各种物质流和储存的不确定性。

这一模型中包括什么样的数据？  要想输入这一模

型的数据常常难以获得。例如，产品、环境区域或废物

图1   2000年织物中六溴二苯醚（HBCD）的流动与储存变化。用于所有低于1 kg(以及所有高于1 kg)流量的箭头是按彼此比例画的

中的阻燃剂浓度的测定即便有的话也是很少的。所以我

们唯一的选择是详细研究有关含有阻燃剂的产品的使用

（特别是消费和应用方式）的数据以及这些产品的阻燃

剂含量。另外，我们估算了生产、使用和使用寿命结束

阶段的排放系数。与这些数值相关的不确定性部分是由

于这一现实：来自生产和使用寿命终了的排放流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所用的特定的技术，而且生产和废物管理过

程正在不断得到改善。其他重要的资料来源是上面所提

到的两种物质流分析[4，5]、最近关于阻燃剂的文献以及

与专家的讨论。

2000年阻燃剂的途径   我们的模型被用来研究3组

阻燃剂——十溴二苯醚、五溴二苯醚和六溴二苯醚——

在4个不同应用领域（电气与电子设备、运输、纺织品

和建筑）对各类物质进行分析。下面描述的结果与六溴

二苯醚（HBCD）有关，它用于家具织物。图1给出了

2000年流量和储存变化概况。

瑞士总共进口了6700 kg HBCD。其中大约75%留在

了瑞士，而其余部分则在产品中被重新输出。当年，从

生产、使用和处置/填埋过程中排入环境区域的HBCD为

2 kg。图1所提供的简要印象显示了不同流量的数量级和

相对比例，但是没有说明它们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

物质禁令：可能使进入水圈的HBCD输入量减少大

约75%  只有通过更长期的趋势，才能获得更深的了解

（图2）。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尽管这些产品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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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服务寿命较短，但在使用阶段（如在建筑物中）和在

填埋场中已累积了大量储存。对环境区域的累积性输入

也在稳步增长（见表）。根据这一模拟，在瑞士为期40

年（1980～2020年）之后，所用过的HBCD大约有3%将

会累积在填埋场中，0.01%累积在水圈中。

现在想象这样一个情景：从2005年开始禁止使用

HBCD（图2中的虚线）。在这些情况下，对使用阶段

的输入会立即降为零。但即便在该物质禁令实施后的5

～10年内，HBCD仍会进入生命终了阶段，因为含有这

种物质的产品只会在它们的服务寿命结束后才会被处

置。由于该禁令所致，来自生产的排放也会立即停止。

相比之下，来自使用和处置阶段会减少75%。剩余流量

是由于颗粒状HBCD由大气沉降至土壤和来自填埋场的

渗滤液。对填埋场和水圈的累积性输入的曲线仅显示出

一种逐渐下降。

HBCD：一种得到极高关注的物质类   最后，我们

回到预计1980～2020年累积在水圈中的HBCD的数量。

采用我们的模型计算出一个相当于HBCD处理总量0.01%

的值；换言之，在这40年期间，大约15 kg HBCD累积

在瑞士水体中。乍一看，这一数字可能看起来是低的。

那么，我们能假定它不会产生环境问题吗？答案是断然

的“不能”。HBCD被欧洲化学品机构（ECHA）划分为

持久性、生物积累性和有毒性（PBT）物质，该机构负

责协调欧盟新的化学品法规（REACH法规）的实施。

的确，HBCD对水生生物是高毒性的，而且鉴于其持久

性，据知该物质具有对水生环境产生长期有害影响的可

能性。为此，自2008年10月以来，HBCD已被纳入极高

关注度物质清单，这类物质在REACH审核程序中被给予

优先考虑。但即便HBCD的使用很快会被管制，未来一

段时间内我们仍将无法摆脱这一物质。这一点已得到我

们动态模拟的证实，模拟假定从2005年起彻底禁用这种

物质：虽然来自生产的排放立即下降，以及来自使用和

处置的排放在一定时滞后也下降，但已沉积在沉积物和

土壤中的HBCD则会无限期地留存在那里。           ○○○

图2 使用阶段、填埋过程和水圈部分HBCD的输入（kg/年）和储
存的趋势。虚线：基于这种假设的模拟结果：从2005年对该物质
下达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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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Input (kg/year) and stocks or cumulative input (kg) of HBCD for the use 
phase, the landfill process and the hydrosphere compartment. Solid lines: pro-
jected trends for HBCD until 2020. Dashed lines: results of modelling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substance was banned from 2005 onwards.

early 1980s, despite the relatively short service life of 10 years 
for these products, considerable stocks have accumulated during 
the use phase (e. g. in buildings) and in landfills. Cumulative inputs 
to environmental compartments are also growing steadily (see 
Table). According to the simulations, after a period of 40 years 
(1980–2020) in Switzerland, approx. 3 % of the HBCD used will 
have accumulated in landfills and 0.01 % in the hydrosphere.

Now imagine a scenario under which the use of HBCD is 
banned from 2005 onwards (dashed lines in Fig. 2). Under these 
conditions, input to the use phase would immediately return to 
zero. However, even 5–10 years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ub-
stance ban, HBCD would still enter the end-of-life phase, since 
products containing this substance would only be disposed of 
at the end of their service life. Emissions from production would 
also be immediately stopped as a result of the ban. In contrast, 
emissions from the use and disposal phases would show a time 
delay. In 2020, input to the hydrosphere would be reduced by 
75 %. The remaining flows are due to atmospheric deposition of 
particulate HBCD to soil and leachates from landfills. The curves 
for the cumulative inputs to landfills and the hydrosphere show 
only a gradual decline.

HBCD: a substance class of very high concern. Finally, we 
return to the quantities of HBCD that are expected to accumulate 
in the hydrosphere from 1980 to 2020. Using our model, we 
calculated a value of 0.01 % of the total volume of HBCD proc-
essed; in other words, over this 40-year period, some 15 kg of 
HBCD accumulates in Swiss waters. At first glance, this figure 
may seem low. So can we assume that it raises no environmental 
concerns? The answer is an emphatic “no”. HBCD is classified 
as a persistent, bioaccumulative and toxic (PBT) substance by 
the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ECHA),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EU chemicals 
legislation (the REACH Regulation). Indeed, HBCD is highly toxic 
to aquatic organisms and – on account of its persistence – the 
substance is known to have the potential to produce adverse 
impacts on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in the long term. For this 
reason, HBCD has been included since October 2008 on the list of 
substances of very high concern which are to be accorded priority 
in the REACH authorization procedure. However, even if the use 
of HBCD is soon regulated, we will not be rid of the substance for 
some time to come. This was demonstrated by our dynamic simu-
lation, which posited a complete ban on the use of the substance 
from 2005 onwards: although emissions from production decline 
immediately and those from use and disposal after a certain time 
lag, any HBCD which has been deposited in sediments and soils 
remains there indefinitely.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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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床的秘密
在卢塞恩湖成功的试验项目之后，Eawag现已开始调查马乔列湖的瑞士部

分。采用一种复杂的声纳系统，现在能产生前所未有清晰度的影像。不过，计算
机产生的彩色照片也为新的研究项目铺平了道路。

在 2 0 0 9 年 5 月 一 次 为 期 两 周
的旅行中，一队Eawag科学家登上
Thalassa号研究船，交叉往来于马
乔列湖的瑞士部分，采用特殊的声
纳设备扫描湖床。这种方法被沿海
国家用来产生海底水深图已有一些
时候了，但在瑞士，它只用于过卢
塞恩湖和日内瓦湖一个试验项目。
采用现代化的声纳设备，可以确定
很多带有每个测量值的浓度点。这
一数据可以被加工生产cm级精确度
的湖床三维影像。例如，现有马乔
列湖的影像揭示水下电缆或（像在
Verzasca河三角洲）释放甲烷的小喷
泉口。

吸引人的洞察  研究人员可以
使用这些精确的记录来追踪该湖的
历 史 发 展 。 令 人 吃 惊 的 是 ， 虽 然
Maggia三角洲（Maggia现在那里流入
该湖）的坡上无法看到湖床水道，
但这类水道在靠近Ascona的先前河
口 附 近 是 可 见 的 。 这 可 以 得 出 关
于来自Maggia的沉积物沉积频率和
成分的结论。还值得注意的是，与
Maggia河不同，Ticina河和Verzasca

河未形成扇形三角洲；而是它们的
沉积沿一条几乎笔直的线向西延伸
入该湖。

两个湖距今1000年吗？ 来自
新 水 深 图 的 特 别 明 显 的 是 这 一 现
实，Maggia三角洲迟早会将该湖最
北部切开。该三角洲的坡脚（它已
一直发展到Gambarogno底部）已高
于该湖东部的湖床。不过，难说San 
Nazzaro附近的该湖还有多久会被一
条河所取代：项目负责人、Eawag湖
沼地质学家Flavio Anselmetti说：“今
后500年内肯定不会发生。”

新的问题   新的影像不仅有助
于回答关于该湖历史的问题，而且
还有助进行预测。它们也产生了新
的研究问题：“沉积物位于陡坡上

的地方，未来地震会引发水下滑坡
从而产生海啸般海浪吗？除了提供
精确的地形照片之外，声纳回声也
会表明湖中沉积物类型吗？另外，
这些图可以用来监测湖泊中沉积物
沉积，由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河流
流况的改变也会导致沉积物迁移和
沉积方面的变化。最初，Eawag的科
学家们想更周密地调研各种结构。
例如 ，他们正集中于Ticino/Verzasca
三角洲北部观察到的小圆洼地。这
些麻点是这一地区气体渗漏的一种
标志。Anselmetti说：“我不认为可
以有效地开发这种甲烷气，但这些
渗漏的确表明那里的坡可能变得不

稳定。”                                   ○○○
                        Andri Bryner

马 乔 列 湖 水 深 调 查 是 涉 及
Eawag日内瓦大学的一个试验项目
的组成部分。来自挪威地质调查
局和比利时根特大学的技术支持
使这次调查成为可能。财政支持
最初是由联邦地形测量局、联邦
环境部和联邦国防、民事保护和
体育部提供的。

马乔列湖北部的湖床，在中部可以看到Maggia三角洲，Isole di Brissago(包括岛屿的基
础)在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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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0年1月1日Jukka Jokela的任

命，Eawag理事会再一次完整了。他2005

～2009年曾担任Eawag水生生态室负责

人，并且是苏黎世联邦理工水生生态学教

授。通过任命其为理事会成员，苏黎世联

邦理工校董会已突出了其意图，即加强作为Eawag水生

研究焦点的生态学和进化的学科间领域。              ○○○

《环境化学手册》系列中的

《高山水》今年1月出版。作为

编辑和作者，众多Eawag科学家

对该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高

山水》描述了高山水极为不同的

特性，证明它们对山脉地区生态

和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并指

出关于可持续水管理的必要管理

行动和未来的挑战。还考虑到了

下游河流及其周围的低地以及山

脉与低地水问题之间的关系。该书的读者为环境科学、

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毒理学和生态学领域的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生以及政府、产业和管理部门的决

策者。                                                                              ○○○

简 讯

Alpine W
aters

TH
E H

A
N

D
B

O
O

K
 O

F
EN

V
IR

O
N

M
EN

TA
L CH

EM
ISTR

Y

Volume Editor  U. Bundi1

T H E  H A N D B O O K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A L  C H E M I S T R Y 06

 123

06
T H E  H A N D B O O K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A L  C H E M I S T R Y 06

Alpine Waters
Volume Editor  U. Bundi

Most of the world’s mountains are rich in water and, as such, play a pivotal 
role in the global water cycle. They provide water for diverse human uses 
and ecosystems. Growing water demands as well as climate change will 
lead to ever-increasing pressure on mountain waters. Overcoming water-
use conflicts and maintaining the ecological functioning of mountain 
waters presents a highly challenging task and is indispensable for sustai-
nable development.

This book extensively portrays the highly diverse attributes of mountain 
waters and demonstrates their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ecological and 
societal development. The extensive summaries on the scientific basics 
of mountain waters are supplemented with considerations on the 
diverse water uses, needs for management actions, and challenges 
regarding sustainable water management. This overview concerns not 
only the mountain areas themselves but also downriver reaches and 
their surrounding lowlands, and,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untain and lowland water issues. 

ISSN 1867-979X

› springer.com

Alpine Waters

ISBN 978-3-540-88274-9

9 783540 882749

《高山水》

由于用富砷地下水灌溉的结果，这种有毒物质会累

积在稻田中，而且可能会高浓度地进入水稻植物中。在

一项发表在《自然地质科学》上的研究中，来自Eawag

和苏黎世理工的研究人员与来自孟加拉国的科学家合

作，他们已证明，在季风季节，一定量的砷从土壤释放

季风洪水去除田野中的有毒砷

入洪水。在孟加拉国，旱季用富砷水灌溉稻田估计每年

会将1360 t砷添加到可耕土壤。专家们关注稻田中可能

的砷长期累积。虽然据知季风季节土壤砷浓度在淹没田

野中下降，但迄今为止尚不清楚这种砷的最终归宿。通

过分析土壤孔隙水和2006年与2007年季风季节的上覆洪

水，Eawag能够证明砷去除的途径。已证明砷主要被流

动进最上面10 cm土壤的土壤溶液中，那里的最大累积

出现在灌溉期间；然后通过扩散进入上覆洪水，并被后

退洪水迁移到河流中。因此，估计51～250 mg/m2的砷被

冲洗出稻田，进入洪水和最终进行海洋。每年，通过灌

溉而被添加到土壤的砷中13%～62%通过这一过程被再

次释放。                                            www.eawag.ch/monsoon

理事会的新成员：Jukka Jokela

由于雨干扰无线电信号，Eawag的研究人员已能利

用移动电信公司Orange提供的数据来测量降雨。这种新

方法提供了比雨量器提供的传统点测量更大的空间分

辨。在未来，这可以与下水道网络的智能控制系统相结

合，以便减少城市地区的水污染。尤其是在已建满房屋

或其他建筑物的地区，下水道系统常常被突然的雨水淹

没：暴雨水与管道中的污水混合，这种水量超过了滞水

流域的能力，所以废水溢流进了当地的地表水体。全年

中有害物质的输入量较低，但短期高峰污染物浓度可能

会对藻类或鱼造成有害影响。另外，由于与中欧气候变

暖有关的强降雨活动的增加这一问题将会加重。所以

Eawag正在研发一个利用移动电话网络的数据重现降雨

活动的模拟模型。这将有助于通过防止废水溢流的方式

来控制下水道系统。          www.eawag.ch/measuringrainfall

用手机天线测量降雨

一村民乘船穿越孟加拉国蒙希甘杰区的稻田，在季风季节，很多稻田被数m深的水
淹没长达4个月



节 能 可 以 通 过 可 持 续
的供水管理来实现：这一点
已得到2010年“社会”范畴
中瑞士联邦能源部有声望的
Watt d’Or奖获得者——提契
诺州Gordola公社的证明。
对这一成功做出贡献者之一
是Eawag，它参与了众多研
究和咨询项目，支持该公社
实施一种现代化的可持续的
供水系统的努力。Gordola
负责供水的地方当局的成员
Bruno Storni解释说：“我们
可以雇用私人顾问来规划该
系统的某些部分，就像我们
如今获得一定成功的做法。但如果没有Eawag的专长，考虑到消费者和供水
商的看法，就可能不会采用这种创造性的方法。     www.eawag.ch/energyprice

简  讯

日程表
课   程

3月9/10日， Eawag Kastanienbaum
受训人电渔（用德语）

5月4/5日，EPF Lausanne
生态毒理学介绍（用法语）

5月18—20日，Eawag Kastanienbaum
瑞士水域中的鱼类（用德语）

6月8/9日，Eawag Dübendorf
水生环境中的金属和合成金属纳米粒子（用德语）

6月15/16日，Eawag Dübendorf
环境化学分析：挑战、概念和方法（用德语）

6月21—25日，Eawag Dübendorf
夏季学校环境系统分析 

有向导的旅游

3月9日17：00，Eawag Dübendorf
Forum Chriesbach公共向导旅游 

会   议

6月13—18日，苏黎世联邦理工
GQ10 地下水质量2010

6月22日，苏黎世联邦理工
信息日：水生生物多样性——一种被遗忘的好处
吗？（用德语）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the new reservoir, where a drinking wa-

ter power plant is also being installed.

2010年6月22日Eawag信息日

联合国已宣布2010年为“国际
生物多样性年”，Eawag将支持这方
面的努力。在今年的信息日（6月22
日），Eawag的科学家们将展示水生

水生生物多样性：一种被遗忘的好处吗？
生物多样性主题方面的最近研究成
果。虽然湖泊和河流仅占地球表面
的0.3%，但它们是占所有物种7%的
物种以及全世界40%的已知鱼种的
家园。因此，淡水水体对生物多样
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种多样
性受到威胁，迫切需要一些措施来

保护它。缺乏数据常常会使物种管
理复杂化，Eawag正在试图通过其研
究和咨询活动来解决这一问题。信
息日将要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鱼
类多样性、入侵种、气候变化的影
响以及废水处理中的生物多样性。                   

                   www.eawag.ch/infoday

Watt d’Or能源奖授予Eawag

2010年6月13～18日，Eawag将在苏黎世联邦
理工组织一次关于地下水质量管理的国际会议。
该会将集中于当今快速变化的环境条件下这种至
关重要的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会议旨在促进研究
人员、供水商、产业与管理者之间的交流。与
Eawag一道支持该活动的是3个国际组织：国际水
文科学协会、国际地下水委员会和国际水文地质
学家协会。                                 www.eawag.ch/gq10

地下水大会GQ10


